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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主要发现

低生育率和政策响应

在过去 30年里，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目前，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

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 2.1的国家。20世纪 70年代中期，东亚、南欧，以及中欧、东

欧和东南欧的部分地区生育率达到“超低”水平，时期总和生育率为 1.0-1.4，平均每位

妇女实际生育 1.4-1.6个孩子。

如此低的时期生育率无法用生育偏好低来解释。在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

的国家里，女性、男性和夫妇双方通常期望要两个孩子，其平均意愿家庭规模为一个家

庭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很低生育率表明，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之间存在较大的差

距。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该差距进一步拉大，原因在于这些女性发现兼顾职业、

家庭生活与生育意愿更加困难。

因此，提高生育率逐渐成为一项被多国家政府宣布的家庭政策目标：自 1986年至

2015年期间，计划提高本国出生率的政府数量从 19个跃升至 55个。鼓励生育只是家庭

政策的众多目标之一，除此之外，此类政策还包括补偿父母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促进

父母就业、支持儿童早期发展以及减少性别不平等。

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无法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一方面，当代大量

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参与劳动；另一方面，女性个人抱负越来越高，无法兼顾带薪工

作与养育子女，最终导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与家务分工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

不平等密切相关：数十年来，强烈传统性别角色范式的社会持续呈现很低生育率的现象。

近来，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包括育儿难度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以及伴随不断飙升的房价。

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由于时期生育率测量本身的问题和单个政策内嵌于广泛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比较

和评估应对低生育率所采取的政策存在诸多挑战。除了整体的政策支持之外，还有许多

标准会影响家庭政策的有用性和有效性。这些因素包括政策的连贯性（不同的政策工具

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兼容，并与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体系相适应）、政策的稳定性和可

预测性，以及政策在满足不同家庭需求和愿望方面的灵活性。

高度发达国家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至 4%用于家庭支持。用于家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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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出水平与时期生育率以及代际家庭规模有紧密的相关性。

提供广泛可得、可及和高质量的托育、托幼服务，且在产假结束后立即开始，服务

日常开放时间应与父母的工作时间一致，这些都是维持较高生育率的必要条件。北欧、

比利时和法国等提供了这样全面综合的托育、托幼服务，并覆盖了大部分与家庭公共托

育服务有关的支出。

其它的家庭政策效果则没有那么明显。产假是孩子出生到进入正式托育之间的时间

桥梁。最有可能对生育产生积极影响是产假期间仍可以获得良好薪资。如果产假的目标

是在育儿分工方面实现更多的性别平等，则应该按照“使用或放弃”的原则按比例分配

（父母双方之间不能转让产假）。一次性的财政激励措施会对生育率产生适度的积极影

响，但是短暂的。相对于那些严格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安排，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工作

时间更具家庭友好性。最后，补贴和大范围提供辅助生殖服务对生育率具有少许积极影

响。

家庭政策的大规模扩展往往会对生育率产生相当大的短期影响，如导致短期婴儿潮

和在有限时间内提高时期总和生育率。这一举措经常会影响生育的时间选择，支持早生和

更短的生育间隔。但其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往往是有限的。不过，爱沙尼亚、日本、德国、

俄罗斯联邦和其它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它们有助于制止甚至扭转队列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为家庭规模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

最有效的政策是能够满足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生活状况中差别化需求下的生育选择。

这些政策应促进有偿工作和养育孩子之间的协调，但也需对收入有限的家庭提供经济支

持。北欧、法国或比利时等国已经实施和持续制定了上述综合政策包，其他国家包括德

国和韩国也在努力开发本国的政策包。

未来的政策挑战

未来的家庭政策需要反映不断变化的家庭挑战及新出现的经济社会挑战。家庭政策

需要考虑到家庭的高度不稳定性和反映日益多样化的家庭需求，包括单亲家庭、未婚同

居夫妇、同性恋家庭和“重组”家庭。需要反映经济不平等加剧、新的不稳定的就业模

式、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母亲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许多家庭难以承担的住房成本。

还需要满足人们对生育时间、子女数量的不同偏好，以及个体对于为人父母前提条件的

认知差异。简而言之，家庭政策应促进创建家庭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社会，并聚焦于儿

童和家庭健康、教育和福祉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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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最近的 30年间，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家庭户规模缩小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8）。目前，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时期总和生育率低于 2.1的

更替水平线下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如果未来没有生育率的提高、死亡率的改善或吸收

国际移民，这些国家的人口最终将开始缩减（Wilson，2004；联合国，2017）。20世纪

80年代，只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会出现低生育率。而最近低生育率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越来越多的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呈现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现象。而且低生育率

的情况并非相同。通常情况下，生育率下降达到更替水平也不会停止继续下降的趋势，

在南欧、东南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生育率下降到“很低（very low）”的水平，其总和

生育率为每名妇女生育 1.5个孩子或更少。

生育率“很低”（总和生育率低于 1.5）、“极低”或“超低”（总和生育率低于 1.3）

的现象开启了一条难以预料的全球生育率转变的道路，这让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担心

其潜在的后果（Stark & Kohler，2002；Westley et al.，2010；Hakkert，2014；Poston et al.，

2018年）。这些担心包括人口趋势的长期可持续性（包括整个国家人口、特定地区或者

人口群体的实际或预期人口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而将给公共财政、养老金系

统、社会保障和老年服务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些担心还涉及预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劳动

力减少，以及需要实施对社会保障体系、卫生保健或劳动力市场进行快速的改革。在一

些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和东欧国家，低生育率现象伴随着本国向欧洲其他富裕国家的长

期移民流出，进一步加速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萎缩。从 1990年至 2017年，欧洲有 18个国

家人口减少，其中一些国家（波黑、保加利亚、摩尔多瓦、乌克兰）自 1990年以来人口

规模减少了至少 18%（欧洲人口数据表；VID，2018）。此外，2017年至 2050年，全球

51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预测将出现下降趋势，其中东南欧和东欧的降幅最大。中国作为

目前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从 2030年起人口也将开始减少（联合国，2017）。

面对这些可能，许多政府开始实施家庭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已成为当代福利国家不

可或缺的部分，用以支持家庭的健康和福祉，儿童的成功发展，降低家庭之间的收入不

平等，缓解贫困。例如，在除美国之外的所有高收入国家，在职父母现在都享有孩子出

生后的带薪假期。许多面临低生育率的政府也转向出台刺激出生率的家庭政策。鼓励生

育政策的历史与低生育率的历程一样悠久：例如，法国在 1919年就施行家庭份额制度，

对无子女的人征收额外的税收，对有子女的纳税人实行税收减免，从而刺激生育（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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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但直到最近的 30年，鼓励出生主义才开始在全球扩展。自 1986年至 2011年间，

政府报告其政策目标为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数量从 19个跃升至 52个。2015年，联合国编

制的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2015）显示，55个国家和地区的目标是提高生育率，占所有

国家的四分之一（28%）。这其中，有 27个国家来自欧洲（占欧洲国家的 60%）、18个

国家来自亚洲（占亚洲国家的 38%；参见图 1）。

图 1 不同时期政府宣布其目标是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数量

数据来源： 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联合国，2015）

包括匈牙利、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政府议程上将刺激生育工

作摆在了重要地位，并得到了广泛的媒体报道（专栏 1）。因此，研究这些鼓励生育干预

政策的前提、目的和目标并分析其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多的文献分析了特定政策

干预对生育率的影响，帮助我们更广泛地了解家庭政策执行的结果和效果。同时，我们

的认知仍然是零散的。衡量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项棘手的任务，而且要面临误

解、伦理问题、目标界定不清、测量困难和数据限制等困难（Neyer & Andersson，2008；

经合组织，2011；Thévenon & Gauthier，2011；Luci-Greulich & Thévenon，2013；Hakkert，

2014；Lutz，2014；Matysiak& Węziak-Białowolska，2016；参见第二节）。从长远来看，

许多政策缺乏正当性或财政不可持续，更多的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不是科学证据。频

繁且可能令人困惑的变化使政策效果难以评估。

许多政策忽视了当前的家庭多样性，或只针对某些人口群体，如已婚夫妇或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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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育率通常是根据时期总和生育率来评估的，而往往时期总和生育率是不稳定的，

且可能会受到生育时间变化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一些政策频繁变化的国家，为了从新

出台的但可能很快就会消失的政策中受益，个人可能决定尽早生育（而不是更多地生育），

这些国家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可能会形成国家生育率走高趋势的假象。我们将在下一节讨

论这些问题，其中概述了评估家庭政策效果所面临的挑战。

本报告旨在总结家庭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现有证据。我们将文献综述与特定国家和

政策干预的实例相结合。此外，我们还讨论了政策与生育率联系的复杂性。在我们的综

述中提出了以下主要问题：

 国家出台家庭政策目的是什么？

 为了阻止或扭转生育率下降而出台的政策目标和范围是什么？

 分析政策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在文献中明确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与出台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政策之间是否有良

好的一致性？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有些国家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上

比其它国家更成功吗？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参差不齐和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政府如何能够做得

更好？

鉴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广泛，我们的综述必须是有选择性的，不能针对所有问题提供

全面的证据。我们通过高质量的生育率数据，将注意力集中在低生育率国家的国家政策。

其中大多数国家在低生育率以及福利政策和政府政策干预方面都有相对较长的历史。这

将我们的关注范围缩小到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亚、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我

们提供了更加详细的家庭政策实例，这些政策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扩展，并且这些政策构

成了具体、明确的干预措施，可以视为案例研究。我们的工作基于大量证据，包括 Hakkert

（2014）对低生育率国家人口政策的回顾、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出版物（特别是 OECD

2006a、2011、2017a & 2019），以及过去 20年发表的关于家庭政策及其影响的广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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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生育率和很低的生育率：区域对比和主要驱动因素

在讨论家庭政策，家庭政策多样性和测量挑战之前，我们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当代低

生育率的情况，特别关注包括南欧和东亚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很低的生育率。

我们强调了测量生育率的不同方法，并展示了时期指标和与家庭规模相关的不同年份出

生（出生队列）的队列指标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还讨论生育偏好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

差距，以及大多数高度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强烈的二孩家庭模式的倾向。最后，我们讨

论了低生育率背后的关键因素，特别关注了导致生育率下降到很低水平的因素。Wilkins

（2019）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份报告中对低生育率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更详细的回顾。

2.1 低生育率和生育偏好

这些文献广泛地论述了生育率的变化及其在高度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Basten et al.，

2014；Billari，2018；Bongaarts, 2002；Frejka et al.，2008；Jalovaara et al., 2018；Kohler et

al.，2002；Rindfuss& Choe，2015 & 2016；Sobotka，2008 & 2017；联合国人口基金，2018；

Wilkins，2019）。这里，我们简要概述当代低生育率的主要特征。

简而言之，时期生育率低且不稳定，表现出频繁的起伏（Frejka & Sobotka，2008）。

此外，生育年龄不断推迟（Sobotka & Beaujouan，2018；Beaujouan & Sobotka，2019），

家庭变得更多样化及更不稳定，伴侣关系和居住安排变得越来越复杂。

目前，除以色列外，所有高度发达国家的时期生育率都处于低水平1。关键的区别在

于生育率降至很低水平的国家与生育率保持偏低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差别（Billari, 2018）。

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妇女来说，她们现在几乎已经完成了生育角色，中低

水平和很低水平之间以终身生育率 1.6 左右为界。西欧和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

美国的妇女保持较高的终身生育率，每名妇女平均生育约 2个孩子（Myrskylä et al.，2013；

联合国人口基金，VID2018）。有些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生育率

仅接近或略高于 1.6的边界。相比之下，南欧国家（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和

西班牙）、中欧和东欧部分国家（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德国、日本

和新加坡的生育率则低于该边界（联合国人口基金，2018）。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在用时

期总和生育率衡量时甚至更低。从极低生育水平来看，韩国于 2018年达到全球极低总和

1以色列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保持较高生育率（时期总和生育率以及世代完全生育率大约为每名妇女生育 3个孩子）的原
因是一些种族和宗教团体的高生育率（Okun 2013年，Anson和 Ajayi 2018年）和根植于宗教、文化传统、国家历史的
高度支持家庭的态度（Della Pergola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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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水平 0.98。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06-1.14，南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为 1.25-1.4（图 2）。

生育率接近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还是一个孩子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没有大量

移民迁入和由于外迁而导致人口减少的国家。在缺乏迁入移民和死亡率没有得到改善的

情况下，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在 1.8的水平，将导致人口规模每年下降 0.4%，进而

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可以说，人口的适度下降可以通过逐步调整劳动力市场、养老

金制度、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来解决，或者可以通过接收适度的迁入移民来抵消。相比

之下，长期总和生育率为 1.0将导致人口规模每年下降 2.4%，并会加剧人口的老龄化程

度。即便对于那些接收大量移民或愿意对其社会保障和养老金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政府，

如此快的人口下降速度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图 2 2018年时期总和生育率最低和 1976年出生妇女的世代终身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

时期总和生育率（2018年）

大韩民国
波多黎各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新加坡
西班牙
马耳他
意大利
乌克兰

塞浦路斯
罗马尼亚

希腊

欧盟（28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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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生育率（每名 1976年出生的妇女终身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注：数据不包括人口在 10 万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希腊的总和生育率是 2017

年的数据。该表格不包括波黑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数据，因为这些国家的数据可靠性较低。乌克

兰的数据包括政府控制地区的数据。

来源：欧盟统计局（2018），人类生育率数据库（2019），欧洲人口数据表（VID，2018）和各国统

计局。

低生育率意味着拥有较大家庭规模（生育三个及以上的孩子）的妇女相对较少。较

大规模的家庭在东亚国家、东欧和南欧变得最少见。例如，在白俄罗斯、日本、韩国、

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20世纪 7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中，12%-15%有至少三个孩子，仅

有 2%-4%至少有四个或更多孩子（人类生育率数据库，2019；CFE数据库，2019；图 3）。

在西班牙，20世纪 7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相

比之下，许多生育率偏低的国家，包括挪威、瑞典、英国和美国，有三个及以上孩子

的妇女比例（25-36%）要高得多（图 3）。很低生育率的国家和中等低生育率的国家之

间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前者只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所占比例往往高很多。独生子女家庭

在南欧和东欧国家最为普遍，而在葡萄牙、俄罗斯和乌克兰，每十个妇女中就有四个

仅有一个孩子（图 3）。在设计和评估政策时，这些数字也很重要：在那些许多妇女在

计划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孩子时遇到困难、而政策针对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妇

女“群体”相对较小的国家，鼓励妇女和夫妇扩大家庭规模的政策可能是无效的。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西班牙
日本

新加坡
意大利

中国台湾
希腊

乌克兰
葡萄牙
波兰
德国

罗马尼亚

欧盟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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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 1971-1975年出生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

和终身生育率（括号内）；

a) 生育率很低的国家和地区

b) 生育率中等低水平的国家

无子女 1个子女 2个子女 3个或更多子女东亚

日本 (1.42)

中国台湾 (1.64)

东欧

白俄罗斯 (1.57)

俄罗斯联邦 (1.56)

乌克兰 (1.53)

中欧

奥地利 (1.63)

南欧

葡萄牙 (1.61)

西班牙 (1.35)

无子女 1个子女 2个子女 3个或更多子女

捷克 (1.80)

荷兰 (1.76)

挪威 (2.02)

瑞典 (1.94)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 (1.89)

美国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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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显示女性在 42岁（英国为 45岁）之前所生育的子女数量。这接近于她们生育年

龄结束时的终身生育率，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约 1%或更少）是在 42岁以后生育的。括

号里的数字显示的是 42岁时的队列终身生育率（家庭规模）。数据涵盖以下年份出生的妇

女：乌克兰 1971年，中国台湾、俄罗斯、挪威、英国 1972年，葡萄牙 1973年，日本、

白俄罗斯、西班牙、捷克、荷兰、瑞典和美国 1974年，奥地利 1975年。

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数据仅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

在过去的 40年中，不仅生育水平发生了变化，生育时间和对生育产生至

关重要影响的生命历程事件发生的顺序也产生了变化。教育扩张使生育年龄向

后推迟。长期教育之后，职业发展轨迹越来越不稳定，也越来越复杂。将生育

年龄推迟到接近 30岁或 30岁以后，准父母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更安全的立

足点，积累足够的资源，获得住房，实现更稳定的伴侣关系，享受无子女的生

活方式，并为养育子女做好准备（Schmidtet al.，2011；Sobotka & Beaujouan，

2018）。因此，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的女性现在平均在 27-30岁成为母亲，比

20世纪 70 年代晚了 5年左右。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日本和韩国的女性

平均 30岁之后才生育第一个孩子（VID， 2018）。此外，许多女性，尤其是

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将生育年龄推迟到接近 40岁或 40岁出头（Sobotka，

Beaujouan &Sobotka，2019）。这种 “不断推迟”（Berrington，2004）使夫妇更

有可能发生不孕，并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

很低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很低的生育数量偏好。欧洲和其它高度发达地区的

女性一直强烈表示想要两个孩子；平均理想和意愿生育数量为每名妇女生育两

个及以上的孩子（Morgan & Rackin, 2010；Sobotka & Beaujouan，2014；Sobotkaet

al.，2015； Beaujouan & Berghammer，2019）。在很低生育率的国家，人们年

轻时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表明许多女性、男性

和夫妇双方在实现其生育计划时都面临障碍。在欧洲，南欧的意愿生育率和实

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最大，在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每名妇女平均生育 0.6-0.8

个孩子（表 1；Beaujouan & Berghammer， 2019）。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和夫妇来说，这一差距往往更大，因为他们在兼顾职业发展和家庭意愿方面

常常面临巨大的障碍。在个人层面，意愿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差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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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由于生育计划改变以及家庭政策无法对生命事件和环境状况产生影响造

成的（例如，健康状况差、伴侣之间意见分歧、没有合适的伴侣、伴侣关系

破裂）。计划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的较大差异，即大约每名妇女 0.3个孩

子及以上，构成了形成旨在解决女性和男性在实现其家庭计划方面所面临障

碍的家庭政策最有力的理由之一（Sobotka & Lutz, 2010；Philipov, 2009）。也

即构成了 Gauthier（2007）所说的“政策机会之窗”。

表 1 欧洲和美国部分国家于 20世纪 7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在 20-24岁时
的意愿家庭规模（意愿总和生育率）与其 40-42岁或以上时的实际家庭规

模（实际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差距

很低队列生育率的国家 中等低队列生育率的国家
意愿家
庭规模

实际家
庭规模

差距 (实
际-意愿）

意愿家
庭规模

实际家
庭规模

差距（实
际-意愿）

东南欧和东欧 捷克 2.04 1.81 -0.23
保加利亚 1.88 1.63 -0.25 法国 2.14 2.02 -0.12
拉脱维亚 2.13 1.67 -0.46 匈牙利 2.14 1.86 -0.28
南欧 荷兰 2.32 1.76 -0.56
希腊 2.27 1.56 -0.71 挪威 2.46 2.08 -0.38
意大利 2.09 1.43 -0.66 英国 2.22 1.90 -0.32
葡萄牙
tugal

2.14 1.58 -0.56 美国 2.33 2.18 -0.15
西班牙 2.18 1.43 -0.75 7国平均值
中欧 2.24 1.94 -0.29
奥地利 1.95 1.67 -0.28
德国 1.83 1.53 -0.30

斯 洛 文 尼
亚

2.30 1.69 -0.61
瑞士
10zerland

2.25 1.64 -0.61
10国平均值

2.10 1.58 -0.52

注：年轻时意愿家庭规模与实际家庭规模之间的差距是根据人类生育数据库和其它资料

来源，通过比较 20岁出头的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与同批女性在 40-42岁时实际实

现的家庭规模数据而得出。20-24岁意愿家庭规模的数据是基于 20世纪 90年代开展的

调查。除了挪威和英国的数据是关于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出生的女性，其他大多数数据

集都是关于 20世纪 70年代初期到中期出生的女性。详见 Beaujouan和Berghammer（2019

年）文献中的表 3。

来源：Beaujouan和 Berghammer（2019）文献中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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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低生育率的原因是什么？

大量的文献研究了导致生育率从较高水平下降至相对较低水平的因素，

以及低生育率的原因（例如，Adsera 2004、2005; Balbo et al. 2013; Basten et al.

2014; Canning 2011; Feyrer、Sacerdote 2008; Hirschman 1994; Lesthaeghe 2010;

Morgan、Berkowitz King 2001; Morgan 2003; Morgan、Taylor 2006; Rindfuss et

al. 2003; Rindfuss、Choe 2016; van de Kaa, 1996;另见Wilkins的比较报告（2019

年））。本研究将不再赘述。我们专注于当代高度发达国家典型的中等低生育

率与很低生育率之间的差异（例如，UNFPA，2018），并概述文献反复提及

的很低或“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

形成了一套更为广泛的制度条件，使个体和夫妻难以实现他们的生育计划

（Rindfuss、Choe 2015; 2016）。我们讨论了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影

响、就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高强度育儿、住房

成本、快速的家庭变化和社会对婚姻和生育的期望之间的不匹配，以及社会

动荡的影响。虽然其中例如住房可及性和住房成本等因素与政策有直接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得到缓解，但有些因素已超出了传统家庭和

社会政策的范畴。

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

获得经济保障、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获得合适的住房通常被列为为人父

母的重要先决条件（Thomson & Lee, 2011）。上述不确定性对生育率有负面

影响：它会对首次生育意愿尤其是男性的首次生育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Fahlen、Oláh 2018），并会导致生育推迟（Kreyenfeld, 2010，Vignoli et al.,

2012，Pailhé & Solaz 2012）。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已被

反复确认为各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驱动因素（Sobotka et al., 2011），在最近

一次 2008年至 2013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也是如此（Comolli, 2017; Matysiak

et al., 2018）。在一些社会中，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Adsera（2004 & 2005）和 Barbieri et al.（2015）认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

不稳定的（劳动）合同是南欧生育推迟和低生育率背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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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高收入国家，经济的不确定性集中在年轻人身上，体现为工作的日

益不稳定和偏低的收入，2007 年至 2010 年的经济衰退愈发加快了这一趋势

（Sironi 2017, Katz & Krueger, 2016）。在高度发达的国家，1981年至 2000年出

生的“千禧一代（Millenials）2”与前几代人相比，在 20多岁和 30岁出头时

的收入或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南欧（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降幅最大，

其次是德国和美国（Rahman & Tomlinson, 2018：图 7）。住房成本的上升进一

步加剧了许多年轻人生活的拮据。其中许多人因此无法达到所谓组建家庭所必

需的物质标准——稳定的工作、足够的收入和合适的住房。其结果便是，住房

独立推迟、结婚推迟、生育推迟，简而言之，即一种“成长失败综合征”（Sanderson

et al., 2013）。

收入和经济地位的下降趋势在较低和中等教育程度群体中尤其明显，这加

剧了经济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地位差距。持续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对中级技

术工人的劳动力需求下降，给低级技术工人的工资造成下行压力，迫使工人接

受低收入、零散（固定期限、短时间、随叫随到）合同（Autor & Dorn, 2009; Goos

et al., 2014; Ridao-Cano & Bodewig, 2018）。因此，中级和低级技术人员组建家

庭的机会可能会尤其受到持续的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日益增加的就业不稳定性

的强烈影响（Adsera, 2017）。

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

高等教育的扩张伴随着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在成为母亲后不再

辞职，而是选择兼顾育儿和参与有偿工作（Goldscheider, 2000，Goldin, 2006）。

尽管在诸如奥地利、荷兰或德国等许多西方经济体中，母亲从事兼职工作仍然

最为普遍（Berghammer, 2014），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夫妇中，双职工家庭已经

取代了男性养家的家庭模式（Steiber et al., 2016）。这种转变极大地提高了旨在

减少事业和育儿之间矛盾的“协调（reconciliation）”政策的重要性，尤其是提供

育儿假和产假，以及父母工作时间和包括兼职、灵活工作安排等就业条件的规

定（McDonald, 2006; OECD, 2011）。

2 译者注：“千禧一代”是指出生于 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 21世纪（即 2000年）以后达到成年年龄的
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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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双职工模式下，以工作时间长而灵活性有限为特征的严格而

苛刻的劳动力市场对生育决策产生了负面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日本、

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情况尤其明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工

作时间尤其是男性的工作时间过长与母亲在子女的教育和养育方面承担

的家庭责任过多相冲突（又见专栏 7）。这些地区的工作文化是奖励资历

和工作时间，这就需要投入很长的工作时间，并随时准备满足临时的工

作需求（Nagase & Brinton, 2017; Brinton, 2019）。想要在如此苛刻的劳动力市

场上参与竞争的女性需适应竞争性的“男性化”工作方式。由于在家庭中几

乎得不到男性伴侣的支持，她们无法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兼顾繁重的工作。

与此同时，那些选择减少工作时间的人往往失去晋升机会和享受包括产假

在内的社会福利的资格。女性在签订临时劳动合同的人员中也占比过高，

而临时劳动合同也不会给予女性享受休假福利的权利（Lee et al., 2016）。这

使得女性几乎不可能同时兼顾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角色（日本，Tsuya, 2015;

Rich, 2019）。

Cooke和 Baxter（2010）认为，那些至今仍然认可男性养家模式的社会中

生育率是最低的，因为这些国家仅为母亲的就业提供有限的公共或市场支持。

东亚、南欧和讲德语的国家都属于这一类。相比之下，北欧国家和一些西欧国

家（法国、比利时）则通过大力提供针对所有年龄段儿童的托育服务，并对产

假实施包括缩短休假时间但提供更高工资且覆盖父母双方等改革措施，从而很

早就对提高女性的就业参与做出了应对。（见专栏 3和 9）。

在家务和育儿分工方面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尽管母亲参与到劳动力市场已是普遍现象，但在世界各地，女性仍然比男

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任务（OECD, 2017a）。在欧洲境内，北欧国家的这类

差异最低，而南欧国家则最严重，其女性仍承担 75%以上的家务（Fisher &

Robinson, 2010; Kan et al., 2011）。东亚女性承担的家务责任甚至更高。尤

其是韩国和日本，在 2010 年前后的富裕 OECD 国家中有着最不平等的

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女性承担了 88%的无偿劳动（OECD, 2017a: 191; Ki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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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家务劳动与育儿方面均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当时男子主要负

责赚取收入，而妇女则负责生育和抚养子女。然而，在女性从事有偿工作的社

会中，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通常会导致低生育率。正如McDonald (2000: 1)

所说，“如果妇女在教育和市场就业方面获得与男子几乎相等的机会，但是，

这些机会由于生育而受到严重限制（……），那么妇女将限制生育的数量，使

生育率长期处于不稳定的低水平……”Goldscheider 等人（2016）和 Esping-

Andersen和 Billari（2015）也认为，向性别平等主义的转变和男性更多地参与

家庭是实现生育率上升的先决条件。这一结论得到了Myrskylä等人（2011）的

支持，其研究表明，在高度发达国家，财富、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发展对生育率

的积极影响取决于性别平等程度：性别平等程度低的国家，即使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很高，但其生育率仍然很低。

根据这些论点，一些国家实施了以提高家庭中性别平等为目的的措施。例

如，他们引入了带薪育儿假，按照“使用或默认放弃”的原则给父母双方分别分

配产假（父母双方之间不能转让产假）。这种育儿假计划背后的想法是，他们

给予父亲法定的权利，休假照顾孩子（Brandth & Kvande, 2009）。从这个意义

上说，这项政策缓和了父亲和雇主之间的谈判，雇主仍然倾向于认为男性是“理

想的工人”，因为他们会不受家庭责任影响，一心一意投入工作（Acker, 1990;

Davies & Frink, 2014）。

高强度育儿

关于如何做一个好父母的社会规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育儿日益以儿

童的需要为中心，需要更高的情感、时间和资金投入，以及更多的“专家知

识”(（Hays, 1996）。高强度育儿的趋势与儿童大脑发展的新证据相一致，这些证

据强调了父母投资对儿童情感和认知发展的重要性（Wall, 2010）。现在人们普

遍达成共识，即生命的早期阶段对于未来在教育、劳动力市场和人际关系方面

的成功至关重要（Wall, 2004；经合组织，2006b & 2011）。因此，父母更注重

与孩子的直接互动，更关注孩子的需求和认知刺激。对欧洲和美国的研究发现，

尽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上升，但母亲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并没有减少（Bianchi

2000；Gauthier et al.，2004）。相反，母亲在进行其它活动时，会花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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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孩子互动，而不仅仅是只是看管（Bianchi，2000）。此类现象在中产阶级

人群中最为突出，他们会 “通过组织休闲活动和培养深入思索，从而提升孩子的

才能”（Lareau，2002）。为儿童能力发展投入更多精力给父母带来的压力促使

了私立学校市场的发展以及家庭教育的发展，因为这种独立式的教育能够更好

地调整学校课程的设置，从而培养孩子的独特才能（Aurini & Davies, 2005）。

因此，生育子女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升，是导致众多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

主要原因之一，而育儿成本的上升则是由育儿强度增大、双职工家庭的增加与

高度经济不确定性所导致。

难以负担的房价

房价和住房的可获得性（包括获得抵押贷款）会对生育率造成影响，尤其

是对于第一胎生育率的影响最大（Mulder，2006）。很低的生育率与住房市场管

理体制有关，该体制将自有住房高比例和获得抵押贷款的高门槛相结合，在南

欧、中欧和东欧很典型（Mulder & Billari，2010）。过去十年里，许多城市的房

价飞涨，吸引了大批的移民并带动了经济增长。从 2008至 2017年，伦敦、阿

姆斯特丹、柏林、维也纳或华沙的房价涨幅远高于周边乡村（欧洲城市报告，

2018）。在英国，1980年至 1990年代中期出生的“千禧一代”，将近四分之一

的收入用于住房，远远超过前几代人（决议基金会，2018: 69）。住房挤压可能

对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Clark（2012）的研究表明，对于美国而言，与居住在

价格最低地区的人群相比，居住在房价昂贵的大都市地区人群，首次生育时间

会推迟三到四年。

家庭结构快速变化与固有规范、价值观和期望不符

生育率还受到年轻一代社会和家庭快速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与固有生活

安排、婚姻、父母身份和父母角色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和期望相冲突。例如，

东亚地区在婚姻、家庭和养育子女方面持续存在着固有传统观念（Raymo et al.，

2015）。由于该地区很少接受婚外生育，日本、朝鲜、中国台湾或新加坡的生

育几乎完全在婚内进行，婚外生育的比例仍然很低，为 2%-4%（Raymo et al.，

2015）。此外，婚姻中仍然存在对子女、家庭和亲属一整套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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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期望、压力和义务的规范，这极大地增加了女性的压力和负

担（ Bumpass et al.，2009）。此外，男女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年轻女

性认为男性多以自我为中心、不成熟、缺乏社交技能，对未来伴侣的期望随之

发生了变化（Lei, 2017，日本），导致许多女性对传统婚姻缺乏热情（Bumpass

et al.，2009），使得不生育和不结婚的人数迅速增加（例如，Jones & Gubhaju,

2010；Raymo et al., 2015），从而带来了持续的低生育率。

社会动荡

社会和政治动荡，常常伴随着经济动荡，并阻碍人们组建家庭或再次生育。

从历史上看，社会危机下人群更倾向于晚婚晚育，并导致生育率下降（Caldwell，

2004）。除了物质匮乏和经济不稳定等因素外，社会动荡时期的社会规范和

价值观也迅速发生变化，这可能增加导致人民的 “失范感”和“迷茫感 ”

（Philipov，2002）。中欧和东欧地区，随着 1989年至 1991 年国家社会主义

体系的崩溃，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调整使得生育率发生了大幅下降，并

在 20 世纪 90年代向晚育转变（Sobotka, 2011; Billingsley, 2010）。

中欧和东欧地区各国经济转型成功率相差较大，许多东欧国家在 20世纪

9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和长期的经济危机。正如 Perelli-Harris（2008：1163）在

乌克兰案例中所述，在“经济贫血”的情况下，人们不愿意承担包括生育在

内的额外风险，因为“他们认为已经失去了对环境的控制”，可能想“避免花费

抚养孩子所需额外的体力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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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低生育率应对措施：解决思路及方法论相关问题

影响生育决策的潜在相关政策种类繁多，其中许多并未明确设计为家庭政策。

从广义上讲，家庭政策包括“政府为家庭所做的一切事情”（Kamerman & Kahn，

1978：3，引用自 Neyer & Andersson，2008：701）。医疗保健、教育政策、住房

法规、劳动力市场法规、提供辅助生育或税收政策，为养育子女和创造环境提供

的条件，可以起到促进或阻碍生育孩子的作用。国家政府并非支持家庭的唯一

“行动者”：区域、市政当局和企业往往都有支持家庭生育和利于培育儿童所设置

的相关计划或倡议。

从广义上讲，家庭政策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受到国家类型以及

福利制度的影响（Esping-Andersen，1990，1999）。社会规范、价值观、主流意

识形态、宗教传统、历史经验、公众话语、可用资源及其他国家的案例，形成了

各国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组成了“一揽子计划”，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制定形

成的，并会时常修订、扩展或改革（见下方专栏 8-10）。这就是为什么现有政策

难以独立于其他政策对生育率产生影响。

此外，即使具体政策的时间、范围和目标均得以明确，其对长期生育率的作

用大小也会受到采用时期指标进行测量的影响，该类指标广泛用于生育率研究中，

用以反映家庭规模和生育时间的变化。当新政策实施时，夫妇可能会决定是否要

一个孩子，也可能他们的生育决策是在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确定。因此，我们很

难从方法学上研究政策对人群生育水平（数量）或生育间隔（进度）的影响。本

节将更详细地讨论政策目标和理念困境对生育率的影响，为随后审视政策对生育

率的影响奠定基础。

3.1 国家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国家家庭政策的目标多样，这些目标很难用福利国家制度的既定分类加以概

括（Thévenon，2011）。只有一小部分家庭政策明确以提高生育率为目标。相反，

大多数政策的目标更宽泛、更分散，包括减少贫困和为家庭、儿童提供更广泛的

支持。在评价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时应考虑到目标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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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évenon（2011）系统分析区分了家庭支持政策的六个主要目标：

1. 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利益分配，以减少贫困和维持收入。

2. 通过向家庭分配现金补贴、财政转移、税收优惠和其他福利（例如减费

或公共交通津贴），直接补偿儿童经济成本。

3. 通过赋予育儿假权利、提供儿童照护、兼职和弹性工作时间制度以及支

持在职父母的税收和福利制度，促进就业，尤其是母亲就业。

4. 通过促进配偶间平等分担有偿和无偿工作（包括照护儿童），提高性别

平等。这些政策包括专用的陪产假和鼓励父母共享产假。

5. 支持儿童早期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帮助父母建立支持儿童发展的知识和

技能，以及支持儿童早期正式接受托育服务和支持提供高质量托育服务的规则和

举措。

6. 提高出生率。

最后一组政策是我们分析重点的核心。然而，所述政策目标往往是复杂多样

的，而鼓励生育主义目标存于更广泛的目标中。各国政府和负责家庭、福利和社

会保障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中往往未明确规定生育目标（另参见专栏 1）。明确

的生育目标相对少见，鼓励生育主义政策往往被描述为“孩次规定”

（parity-specific rules），即这些政策只对第二、三或更高孩次提供支持，或支持

水平随子女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例如，自 1993年以来，在匈牙利，有三个或以

上子女的母亲有资格获得每月固定金额的抚养子女补助，直至最小的子女年满八

岁（Spéder等人，2017）；2019年 2月宣布的新政策中，对至少有 4个子女的女

性终身免征个人所得税，或为大家庭提供 7座汽车补贴（关于匈牙利，2019）。

政府偶尔也会考虑采取限制性政策，限制人们避孕和堕胎。20世纪 50年代

至 80年代，中欧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t）”施行了大量相关政策

（David，1999；参见专栏 8）。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是，为提高生育率，罗马尼亚

在 1967年至 1989年间严格限制堕胎，后来又大幅度限制避孕药、宫内节育器和

避孕套的供应（例如，Soare，2013；Klingman，1998；参见下文专栏 8）。这样

的限制性政策偶尔会被提及讨论，如今该类政策已不常见。有些国家严格限制堕

胎（例如波兰），在学校不提供或仅提供有限的性教育，如此做法是出于与生育

目标无关的宗教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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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évenon的分类还可进一步扩展至其它涉及帮助家庭的政策和举措，例如

支持不孕症治疗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是纯粹象征性的举措，如向大家庭

的母亲颁发勋章（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或宗教和政府颁发的其他象征性举

措。3

无论是新政策还是现行家庭政策的改革，往往都基于专门委员会、科学家和

政府部门的分析（详见如 2018年《日本白皮书》（日本内阁府 2018年版），《摩

尔多瓦人口状况分析》（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6a）或《2012-20年爱沙

尼亚儿童和家庭战略》（爱沙尼亚社会事务部，2011））。然而，即使在这个过程

中也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政府目标往往是促进符合其意识形态方向或符

合其选民准则和价值观政策的出台。因此，政策往往有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印记，

尤其在家庭政策不稳定的国家中。更广泛地说，政策往往受到与家庭和生育相关

的主流价值观和规范影响。例如，中欧以及奥地利和德国的女性和男性经常对有

小孩的职业母亲表达消极态度（Panova & Buber-Ennser，2016），基于对这些态

度的认同，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均向留守在家的父母提供长达三年的产假。因此，

政策既确认了现有的规范，又进一步塑造了它们。Neyer和 Andersson（2008：

703）恰当地总结了政策的这一功能：“……政策反映了它们试图创造、维持或加

强的规范。政策代表所期望或至少支持的行为种类，也通过其规范或象征功能

（symbolic function）发挥影响。”

3 其中，尤其让人好奇的是 2007年格鲁吉亚东正教会首领主教伊利亚二世的决定，亲自洗礼父母生育两个
以上的孩子，据称这大大增加了 2008年以来该国的三胎数量（Hakkert，20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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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政策文件和举措中明确和隐含的生育目标

虽然推行新家庭政策的动机往往是政府希望提高国内的出生率或遏制生

育率下降，但只有相对较少的政策文件规定了明确和可测量的生育率目标。常

见的做法包括领导人在其演讲、记者招待会和媒体采访时宣布其所期望的生育

目标。例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土耳其总统 Recep Tayyip Erdoğan反复

敦促女性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4更多时候，政客们会提到更替水平的生育率，

认为生育率在将来应达到平均每位妇女生育 2.1个子女。5

在官方文件中，生育率目标通常与许多其他目标一起出现，例如扩大或稳

定人口规模，但往往也与健康、死亡率、教育和家庭福利相关。在判断其价值

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有时，这些目标相对模糊，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范围或

具体的生育目标。例如，2013年新加坡政府发布的《人口白皮书》指出，政

策目标是提高国家的出生率。6 同样，《2017-2030年格鲁吉亚人口安全政策理

念》（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6b：5）认为“维持当前的更替生育水平，

避免未来生育率下降是格鲁吉亚制定复杂人口政策的关键基石。”《拉脱维亚

2014-20年国家发展计划》（CSCC，2012，第 16页）声称，“提高出生率对于

确保拉脱维亚国家的永存至关重要。”7 作为创建欧洲最友好家庭社会的一部

分，奥地利家庭部长（Familienfreundlichkeits-Monitor）在 2014年启动的监测

家庭友好程度概念中提出了一个更具体更生动的目标，到 2025年将生育率提

高到期望的家庭规模水平（Karmasin，2016）。

如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联邦所发布的政策文件所述，

4 例如，在 2014年 8月 21日举行的一场关于解决人口问题的政府会议上，白俄罗斯总统宣布，减少社会
福利所节省下来的资源将用于支持家庭。他认为，“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成长并长大，这是一场灾难！两
个孩子是必要的。但更倡导生育三个、四个孩子。”（……）“好吧，或许有人会生育五个孩子——我们中有
这样的人，感谢他们”（……）。“但生育三个孩子是必要的！”（……）“这个领域永远不会失去关注，至少
我在位时。”（Regnum，2014，引用自 Demoskop，2014）。2016年 6月 5日，土耳其总统 Recep Tayyip Erdoğan
在土耳其女性民主协会的一次演讲中曾说“拒绝成为母亲就意味对人性的放弃，”（……）“我建议至少生育
三个孩子。”（卫报/法新社，2016）。
5 例如，捷克首相在 2019年 2月 2日接受 Lidové Noviny日报采访时表示，“我们需要提高出生率……不是
每名女性生育 1.7个孩子，而是 2.1个。我们需要女性在 25岁生育，而非 30岁，同时这也是出于健康原因。”
（第 11页，作者翻译）。
6 文件做了一个广泛的说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鼓励更多的新加坡人体验家庭和子女带来的
欢乐，培养下一代，长大后建设新加坡的未来。”（新加坡政府 2013年第 24页）。
7 该文件还制定了具体目标，即从 2011年的 1.88万人提高到 2017年的 2.7万人和 2020年的 2.8万人（第
41页，257项），到目前为止差距还很大（2017年观察的出生人数是 2.0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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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订明确的生育目标时，时间范围和目标差别很大，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希

望在今后 5-10年里仅仅稳定或稍微提高其生育率，而韩国和俄罗斯联邦的目

标是在较长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生育率（表 2）。日本政府将努力解决出生率下

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其核心议程。日本政府制定了 2016年的生育目标，

即平均每名女性生育 1.8个子女的“理想生育率（desirable fertility rate）”8，作

为首相安倍晋三振兴日本经济和社会举措的“第二支新箭”（内阁府，日本政府

2016年）。虽然文件未说明何时达到这一生育率水平，但其对判断达到这一水

平的依据，以及要达成该目标水平每年将实施的一系列“紧急措施”给出了精准

说明（内阁府，日本政府 2016，2017，& 2018）。然而，如表 2所示，上述所

分析国家的生育率大多低于政策规划目标。

表 2 部分包含明确生育目标的政策举措和文件

发布

年份

上年度

总和生

育率

目标生育率 目标年

份

目标年

份所达

到的总

和生育

率

2018年
最新总

和生育

率

白 俄 罗 斯

（1）

2011 1.50 总 和 生 育 率 达 到

1.5-1.6

2015 1.73 1.45

白 俄 罗 斯

（2）

2016 1.73 总和生育率达到 1.75 2020 ... 1.45

保 加 利 亚

（3）

2005 1.33 总和生育率达到 1.50 2020 ... 1.56

爱 沙 尼 亚

（4）

2011 1.72 总和生育率达到 1.71

总和生育率达到 1.77

2015

2020

1.52 1.67

1.67

匈牙利（5） 2019 1.49 总和生育率达到 2.1 2030 ... 1.49

日本（6） 2016 1.44 “理想出生率为 1.8” 无目标 ... 1.42

韩国（7） 2015 1.21 2020 年总和生育率 2020-45 ... 0.98

8 “理想”生育率的计算基于以下假设，即所有已婚夫妇都能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平均生育 2.07个孩子），
所有计划在未来结婚的单身人士（即 90%）都能达到理想的家庭规模（平均生育 2.12个孩子）。然后将所
得数字（1.95）根据离婚、丧失亲属和其它因素向下调整（2016年出生率下降白皮书，第 2章，图 1-2-5；
日本政府内阁办公室（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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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1.5，2030 年总

和生育率达到 1.7，

2045 年总和生育率

达到 2.06

俄罗斯联邦

（8）

2007 1.31 自 2006 年以来将总

和生育率提高 1.5（即

1.95）

2025 ... 1.58

新加坡（9） 2013 1.29 “提高出生率” 无目标 ... 1.14

注：官方文件未公布匈牙利的既定生育目标，数据来自负责家庭事务的国务秘书

Katalin Novák的采访谈话（2019年 BBC新闻），此前，总理 Viktor Orbán在 2019年 2月

10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系列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措施（2019年关于匈牙利）。目

标年份需实现的总和生育率栏内为空白（标注为“.”），即表示尚未达到该年份或尚未获

得该年份目标数据。

资料来源：1：2011-2015年白俄罗斯人口安全概念（2011年白俄罗斯共和国立法）；

2：2016-2020年白俄罗斯国家医疗卫生和人口安全（白俄罗斯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16）；3：2006-2020年保加利亚共和国国家人口战略（保加利亚共和国劳动和社会政策

部，2007）；4：2012-2020年儿童与家庭战略（爱沙尼亚社会事务部，2011：第 15页）；

5：详见上述备注；6：2016年出生率下降白皮书（日本政府，内阁府，2016）；7：社会

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五年基本计划（2015-2020）（韩国卫生福利部，2015）和

Lee（2015）；8：至 2025年俄罗斯人口政策概念（俄罗斯联邦总统，2007；俄罗斯总统

学院，2015）；9：充满活力的新加坡的可持续人口（《新加坡人口白皮书》）（新加坡政府，

2013）。

3.2 评估政策对生育率和生育率变化影响的关键问题

衡量生育率的挑战

大多数政策文件（专栏 1）和评估家庭政策效果的研究都侧重于时期生育指

标，特别是总和生育率（TFR）。它是给定时期（通常是自然年/日历年）内按年

龄分组的生育率加总得出，因此它可反映该时期的生育率。然而，我们通常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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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为对一批（一代）女性实际家庭规模（全部曾生子女数）的反映。它在政策

分析中的普遍使用会导致错误的阐释和结论，在评估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之间

的差距时，也可能会导致错误的解释和结论（Sobotka & Lutz，2011）。

时期总和生育率相对不稳定，年度绝对数值变动通常为 0.1 或以上（或约

6%-8%的相对变化）。若将总和生育率严格解释为随不同时期情况变动而产生年

度变化的时期性指标，类似于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或消费者信心指数，则应该不

会有问题。然而，将其解释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数”则会给出一个错误的

信号，那将意味着它所衡量的是女性的实际家庭规模。总和生育率尤其受生育时

机和间隔变动的强烈影响，而这些变化往往导致这一指标出现波动。由于高度发

达国家的男性和女性都能很好地获得现代避孕方法，他们可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

时期条件，并决定推迟或者提前生育，增大或者缩小生育间隔。当生育被推迟到

更高的生育年龄时，由于一些原本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出生率转移至未来，时

期生育率就会下降。其结果是，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可能会远远低于女性的实际家

庭规模。与之相对的是，生育年龄向更年轻的年龄段转变，会导致较短时间间隔

内出生集中，从而使时期生育率上升。实际上，由于实际家庭规模的变化、短期

波动和生育时间变化（进度效应，tempo effect）相互作用，时期生育率经常出现

上下波动。捷克、俄罗斯和瑞典三个生育率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数据显示，总和生

育率的波动不仅对任一时期实际生育率水平的评估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强烈影响

国家间的比较（图 4a）。1983-2018年间，三个国家均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生

育高峰和低谷时期，达到相对高和低或很低生育率水平，捷克和俄罗斯在 1999

年前后达到极低生育率，为 1.1-1.2，俄罗斯和瑞典在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20世

纪 90年代初达到生育率高点，为 2.1-2.2。相比之下，这三个国家的终身队列生

育率却保持稳定或缓慢变动，其中俄罗斯联邦的家庭规模一直最小（图 4b；参

见专栏 3、6和 8）。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进度效应一直是高度发达国家低生育率和很低生育率背

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效避孕手段的普及、教育扩张、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以及

价值观和偏好的变化导致生育推迟，高龄生育变得更加普遍（Mills et al.，2011；

Sobotka & Beaujouan，2018）。这使得初育年龄从早育到晚育的“延迟转变” 持续

进行，在过去几十年里时期生育率并不稳定并往往远远低于女性的实际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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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hler et al.，2002；Bongaarts，2003；Goldstein et al.，2009; Sobotka，2017）。

时期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方案有哪些？有两种主要选择。第一种选择为使用在

不同出生队列女性在生育期结束时的终身生育率（家庭规模）数据（参见图 4b），

该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不同代际女性的实际生育行为，不受出生率暂时波动或生

育时间变化的影响。第二种选择是采用其它的时期生育率指标，这些指标或提供

关于生育率随时期变化更为可靠的资料，或旨在针对生育时间变化对时期总和生

育率影响进行调整。然而，这两种选择也都存在缺点。队列指标的计算只有在女

性生育期结束，整个生育期的生育行为完全得到反映后才可进行，时间跨越较大。

因此，它们不适合跟踪生育率的时期变动以及政策对生育率的短期影响。它们更

适合分析家庭规模的长期变化，包括家庭政策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其它的时期

生育率指标并不像总和生育率那样容易获得，除此之外，也没有可以被人口统计

学家广泛认可的单一的测量指标，也就无从利用这些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在某种

程度上，研究问题的不同会影响最合适生育率指标的选择（如 Ní Bhrolcháin，

2011）。

在评估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时，适当考虑个别生育率指标的解释、缺点和局

限性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指标往往对生育率随时间（或出生队列之间）变化的

方向和大小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图 5中描绘的捷克不同指标所计算的生育率变化

曲线所示。这些指标对始于 1968年和 2001年两波家庭政策扩张的影响给出了截

然不同的解释。在这两次政策扩张中，时期总和生育率在随后 5-10年间均出现

上升趋势，表明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生育率（或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这一时期出现

生育率大幅上升）。然而，对进度和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参见 Bongaarts

& Sobotka，2012）和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妇女的终身队列生育率变动的分析显示，

2000年以后的总和生育率出现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向早育（和生育间

隔较短）的转变，而并非由于家庭规模的大幅增加（图 5；另参见专栏 8）。换言

之，在新的家庭支持政策出台的同时，家庭规模也出现了小幅增长，生育时间也

出现了暂时性的转变，使得该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大大高于同时期的队列家庭规模。

包括俄罗斯和瑞典在内，其它许多时期总和生育率波动的国家也有类似实例（参

见专栏 3）。因此，在可行情况下，我们将在讨论和分析政策引起的生育率变化

时考虑比常规总和生育率范围更广的生育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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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a 捷克、俄罗斯和瑞典的总和生育率（1970-2018年）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欧盟统计局（2019）、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019）和国

家统计局

图 4b 捷克、俄罗斯和瑞典的终身队列生育率（1940-1975年间出生的女性）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1940-50年出生的俄罗斯女性数据来自欧洲委员会（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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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1960-2018 年捷克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的总和生育率

（adjTFRp）和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1935-1975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移动了 25岁，反映了 1960-1990年代的平均生育年龄。例如，

将 1980年的时期生育率与 1955年出生的女性家庭规模（队列生育率）进行比较，1955年

的女性队列于 1980年正处于生育高峰期。1971-75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于 2016年前的

年龄别生育率 ，再加上 2016年之后占比较小的生育率估计值计算获得。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年），欧盟统计局（2019年）和自身计算。感谢 Kryštof

Zeman提供的进度与孩次调整后总和生育率（adjTFRp）。

衡量和对比政策的难点：一揽子政策（政策包）与单一政策

衡量和对比政策具有挑战性。一系列令人困惑和复杂的政策可能会潜在地影

响生育决策。因此家庭政策逐渐形成更广泛的“一揽子计划”（Fagnani & Math，

2008；Thévenon，2011；Luci-Greulich & Thévenon，2013），这通常与福利国家

的一般特征有关（Esping-Andersen，2009；参见下文专栏 9）。此外，政策改革

和扩张往往涉及重新设计整个一揽子计划，而非重新设计单个政策措施，这使政

策分析更加复杂。

然而，政策研究往往局限于一种类型的政策，很少有针对所有政策支持的综

合指标（Gauthier，2007）。除将一揽子政策划分为更大范围的类别外，研究人员

生
育
率（

TFR

、adjTFRp

、CTFR
）

支持家庭
的新举措
（1968年
&20 世纪
70 年代初
期）

2001-2005：
扩大家庭财政
支持

总和生育
率（TFR）

终 身 生 育
率（CTFR）

队列
阶段

进度与孩次调整
的总和生育率



31

还试图总结整套政策。这既可通过构建政府政策总支出的汇总指标进行衡量（例

如，OECD，2011，2019），也可通过构建全面政策绩效的综合指数来实现，如

Matysiak和Węziak-Białowolska（2016）提出的“工作和家庭和谐条件指数（Index

of conditions for work and family reconciliation）”。

Gauthier（2007）强调了在政策对比中存在的一些挑战。在获得现金福利的

情况下，这些挑战包括基于过去就业、收入、子女人数、家庭状况、年龄和其他

因素的不同资格标准、不同的补偿水平（例如，以收入状况为基础的福利

（means-tested benefits）和福利上限）、雇主提供的福利或特定地区的福利。为

了解决这些局限性问题，一些研究构建了现金支持和其他政策相关措施的比较措

施，具体包括年龄、子女人数或子女出生顺序、不同的就业和家庭结构（包括单

亲父母），以及不同的收入标准（最常用的是收入中位值）（例如，OECD，2011）。

这些复杂的衡量措施是理解政策如何适用于不同家庭的关键，但在用于比较分析

模型时，需要简化为综合指标。

政策还可根据父母和家庭的需求和经历、预算情况和政府优先事项变化，在

长时间内进行反复的扩张或修订。例如德国家庭政策的长期扩张（专栏 10）以

及日本不断整合和扩张促进生育政策（参见图 6和专栏 7）。家庭政策的这些变

化常常使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用以分析其影响的决定性的日期。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Neyer和 Andersson（2008）提出一种识别“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

的想法——时间点，即当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时，与以往政策取向出现背离的时间

点。这些“关键时刻”即可作为分析政策影响的聚焦点。

评估政策的影响

虽然衡量生育变化是一项挑战，但分析与家庭相关的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则

更具挑战性（McDonald，2002；Gauthier，2007；Neyer & Andersson，2008；Hakkert，

2014）。这也是即使很多研究侧重于分析同一政策对生育率干预的影响，但研究

结果仍存在巨大差异的关键原因（参见相关俄罗斯的专栏 6）。

政策可能会在不同时间段内发挥作用。一些家庭政策只有短期效果，生育高

峰和生育萧条（baby booms and busts）主要由生育时间和间隔的变化引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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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魁北克和西班牙（后来停止实施）颁布的诸如“婴儿补贴”计划等一

次性财政激励措施，可能只有短期效果（Thévenon & Gauthier，2011）。其他政

策可能对长期生育决定至关重要，但可能不会立竿见影率。例如，支持性别平等

和工作与家庭相协调的政策不太可能导致生育高峰，但对于支持长期生育计划和

扩大家庭规模来说，这些政策会起到重要作用。

在出台、修订或终止政策的任何时期，许多其它因素都会同时影响生育率。

因此，要准确分析个别政策的影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精

确分析单一政策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过去的生育趋势、适当的时滞性和其他因素

（Neyer & Andersson，2008）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优秀的研

究案例是那些仅针对影响国内某些地区，或非预期针对影响生育率而实施且目标

人群明确（例如针对分娩后某一时期的女性）的政策。类似情况最适合分析政策

效果，因为它们可以进行“自然实验”，即对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地区或人群受到政

策变化影响的两个类似区域或人群的生育发展情况开展对比，因此这些情况最适

合分析政策影响（参见，例如 Lalive & Zweimüller于 2009年进行的关于奥地利

和德国产假改革研究；Štastná & Sobotka，2009；Cygan-Rehm，2015，Farré &

Gonzales于 2019年开展西班牙实施陪产假的研究以及Cohen等人于 2013年开展

的有关以色列儿童福利的研究）。

使政策评估更加复杂的是政策效果因个人层面的特征而异，如社会经济地位

（Cygan-Rehm，2015；Billingsley et al，2018）。在这种情况下，在汇总层面上

进行的分析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结论。法国和英国的生育率是这种生态学谬误的很

好实例。政策效果惊人的相似可能会让人认为地处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国家在

抚育儿童的家庭政策和条件上几乎相同。然而，正如 Ekert-Jaffé等人（2002）所

做的那样，当我们进行更仔细地观察时，会发现英国的生育率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会因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许多成功的女性专业人士没有子女或只生育一

个子女，而很多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拥有更大的家庭规模并在年轻时成为母

亲。总的来说，英国的无子女女性比法国多，但由于英国的大家庭规模数量较多，

因此这一现象并未反映在汇总女性人群的生育率水平上。该研究的作者认为，法

国广泛家庭政策的关键效应在于它们有能力“消除按社会阶层划分的生育率差异”

（第 502页）。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家庭政策的主要影响可能不是推高总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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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水平，而是对某些社会群体的生育率产生超出其他群体的影响。

最后，家庭政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或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即对生育率产生

的影响与最初设想不同。例如，旨在为双职工父母提供支持的政策，可能会无意

中刺激父母在生育前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推迟其为人父母的时间。瑞典和

其他北欧国家的休假福利即是如此，它与生育前一年的工作经验和收入挂钩。其

结果就是推迟生育，尤其是在经济不稳定和失业率高的时期（Santow & Bracher，

2001）。Billingsley等人（2018）对 21个国家个体水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无

论是支持全职母亲的传统家庭政策，还是支持母亲参加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政

策，都与首次生育推迟相关联。与之相反，推迟生育也会对最终家庭规模产生负

面影响。出于这个原因，亟需一套全面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揽子政策”，以

达到上述情况下刺激尽早孕育下一个子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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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90年以来日本提高人口出生率家庭政策和计划的发展时间表

资料来源：《2018年日本出生率下降白皮书》（摘要）中图 1-2-4（第 2章）（内阁府，日本

政府，2018）

V

推动支持抚养下一代儿童措施法案

加速消除待选名单儿童计划

克服出生率下降危机的紧急措施

城镇，人民和就业创造法案

实行儿童和育儿综合保障体系

降低出生率大对策

三个部长协议（财政部、卫生福利部、内政部）

天使计划

日本全民参与计划

积极消除待选名单儿童计划

应对社会出生率下降
的措施纲要

“日本扶持儿童和家庭”的关键战略

推动出生率回升措施的基
本政策决定

新儿童和育儿体制基本制度

三项与儿童和育儿相关的法案，包括儿童和育儿扶持法案

长期愿景和全面战略

落实作风改革行动方案

应对社会出生率下降
的措施纲要

儿童和育儿扶持修正案

平和心态育儿计划

新经济政策组合

图 1-2-4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活动历史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推动抚养下一代儿童扶持措施法案的延伸

推动出生率回升的部长级会议

决定

法令/法律 内阁决策 社会出生率下降会议的措施决定 其他决策

四个部长协议（教育部、科学文化部、
卫生福利部、劳动部、建设部）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四月

六月

十二月

二月

一月

十一月

三月

八月

四月

六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三月

四月

四月

六月

三月

六月

十二月

七月
九月

七月
九月

六月

2001年 7月 6日内阁决策
新天使计划

MHLW总结

自 2003年 7月 16日逐步实施

六个部长协议（财政部、教育、科学和文化
部、卫生福利部、劳动部、建设部、内务部）
（FY2000-FY2004年）

平衡工作-儿童托育的扶持政策（待选名
单儿童零策略等）

应对社会出生率下降的基本措施

2003年9月 1日强制实行

2004年6月 4日内阁决策

2006年 6月 6日：社会出生率下降对策会议决定

2010年 1月 29日内阁决策 2010年 1月 29日：社会出生率下降对策会议决定

，2012年 3月 2日：社会出生率下降对策会议决定

2012年 3月 30日：内阁会议决策：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儿童和与儿童托育相关新制度的三项法案
2012年 8月 10日：通过并颁布了三项与儿童和育儿有关的法案（2012年 8月 22日发布）

2013 年 6月 7日：社会出生率下降对策会
议决定

2014 年 11 月 28 日强制执行（部
分规定于 2014年 12月 2日执行）

2015年 3月 20日内阁决策
2015 年 4 月 1
日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2014年 12月 27日内阁决策

2016年 4月 1日实行

2016年 6月 2日内阁决策

2017年 3月 28日理事会关于实现工作作风改革的决定

2017年 12月 7日内阁决策

儿童和育儿扶持计划
2004年 12月 24日：社会出生率下降
对策会议决定
（FY2005年至 FY2009年）

出生率下降新对策

地方政府和企业行动

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儿童与育儿愿景

新待选名单儿童零策略

新儿童和育儿体制检讨会议

工作与生活平衡法案

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行动方针

2007年 12月 27日：社会出生率下降对策会议决定

（FY1995-FY1999年）

紧急儿童托育措施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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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回顾与说明

本节将讨论评估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核心问题。我们将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进行了梳理，特别关注那些在文献中被充分涵盖或可以用现有数据进行分析的国

家和政策干预。我们试图反映上述方法论问题和考量因素。我们的图表和分析特

别关注激进的政策转变后的生育率变化，这与 Neyer和 Andersson（2008）的“关

键节点”的观点一致。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将超越传统的时期生育率指标，分

析政策对生育时间和队列生育的影响。最后，虽然我们讨论了一些可能限制个人

生殖权利的政策，但我们不支持或提倡任何限制生殖选择和自由的措施，而是强

调其负面的社会后果。

首先，我们勾勒出高度发达国家在政策和政策支出方面的主要差异。然后，

我们着眼于具体的政策和政策工具，梳理相关文献，提供经验性证据，并着重强

调特别有利于促进生育决策和儿童发展的政策。我们还为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

家庭政策大幅扩张的部分国家提供数据分析和解释说明。最后，我们讨论了“一

揽子政策”更广泛影响的证据，并总结了以往对于生育政策影响的主要发现。

4.1国家间政策取向和政策支出的主要差异

高度发达国家在家庭相关政策上的总开支以及这些开支在现金福利（特别是

儿童津贴和育儿假津贴）、服务（儿童托育、幼儿教育和家庭服务）以及税收支

持（为有子女家庭提供免税、信贷和津贴；OECD，2011）之间的分配方式方面

存在巨大差异。

图 7显示了按更大区域分组的部分 OECD国家的这些差异和长期趋势（2001

至 2013年）。在很低生育率的东亚和南欧两个地区，政府在扶持家庭方面的支出

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小（尽管东亚的家庭支出有大幅增加）。在中欧（以奥

地利、德国和捷克为代表），政府在家庭上投入了更多资源，大部分支出为现金

资助。中等低生育率地区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北欧国家和大多数西欧国家（尤其

是法国，也包括英国）在家庭上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占其 GDP总量的 3%-4%；

其中大部分支出直接用于服务，特别是提供儿童托育服务。西欧国家对家庭支持

方面的资源配置也存在差异，荷兰在家庭资金支出（2013年为 1.8%）更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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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现金福利方面，低于 OECD国家 2.5%的平均水平。在中欧和东欧地区，

前社会主义国家则更加多样化，它们的支出模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得更快。

一些中欧国家在家庭方面的支出较高，尤其是在现金福利方面，例如捷克（爱沙

尼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也有类似支出模式），但其他国家，如拉脱维亚和波

兰，2013年对家庭的支出则较低。在欧洲以外，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对家庭的支

出非常低，而澳大利亚则提供相对充裕的现金福利，这与中欧国家类似。东南和

东欧的非经合组织国家没有关于家庭支出方面的可比数据。其中许多国家的家庭

政策都经历了动态演变，白俄罗斯、拉脱维亚、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家庭政策

部分受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议程推动，主要支出形式为现金福利；立陶宛、罗

马尼亚和塞尔维亚政府则采用更传统的现金福利与服务相结合的方式（Frejka &

Gietel-Basten，2016年；俄罗斯联邦相关内容参见专栏 6）。

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国家用于家庭的支出趋于增加或保持稳定，最大的增

长往往集中于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和其他服务上（如韩国的儿童托育支持大幅跃升，

奥地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增幅显著）。

这些数据不包括所有与家庭相关的支出——例如提供儿童保健、住房资助或

提供辅助生殖服务——但它们很好地说明了国别间的差异、更广泛的区域分组以

及随时间的变化趋势。除了简单的区域分组之外，Thévenon（2011）对 OECD

国家关于家庭支持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以可比较的“一揽子”家庭政策为标准，

在更大范围的国家集群中进行分组。根据他的研究和其他研究，国家和地区可以

划分如下：

 北欧各国，为有年幼子女的双职工父母以及父亲参与照料提供持续和强有

力的支持（参见关于瑞典的专栏 9）。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主要通过现金补

助提供支持，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家庭。

 南欧、日本和韩国的政策比较有限，带薪育儿假较短，向家庭提供的现金

资助有限，公共儿童托育服务提供较少。

 欧洲大陆各国，包括三个主要讲德语的国家（奥地利、德国和瑞士）、比

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这些国家的家庭支持力度历来相对较高，但主要与

支持传统的劳动分工和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有关。这种“保守”的政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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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修订，逐步转向更有力地支持女性就业和工作-家庭平

衡（参见关于德国的专栏 10）。比利时和法国一直走在这一转变的前列，自 20

世纪 60 -70年代以来，开展了全面的公共儿童托育支持（Anttonen & Sipila，1996；

Vandenbroeck，2003；另见关于法国的专栏 9）。

 中东欧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家庭政策一

直在进行不同方向的改革和变化，但支持孕产和有偿就业相结合的政策仍然相对

不发达。政策要么明确支持家庭主义，为 3岁以下儿童提供非常有限的托育服务，

并制定大量育儿假计划（捷克，匈牙利；另见专栏 5），要么根本不为家庭提供

任何支持（波兰和斯洛伐克）（Javornik，2014）。相比之下，斯洛文尼亚、托育

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家庭政策更支持工作-家庭平衡并提供更广泛的早期儿童托

育服务（Javornik，2014；Szalewa & Polakowski，2008）。

上述分类忽略了许多国别间的细微差别，同时对政策随时间变化的展现非常

有限。经过一些简化，各国政策的时间趋势可归纳为三大类：

1）家庭政策主要和全面扩张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经济福利、对大家庭的支

持，以及支持儿童托育服务、母亲就业、更灵活地兼顾职业生涯与为人父母。这

些重大变化的动机是对低生育率的关注，这是东亚国家的典型情况，尤其是日本

和韩国（参见专栏 7），在较小程度上亦是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特别是爱沙尼

亚（参见专栏 4）和匈牙利的典型特征。Lee（2018）和 Adema等人（2017）记

录了韩国最近大规模扩张的家庭政策，包括采用和扩大家庭福利、采取措施支持

母亲就业、缩短工作时间并为父亲提供大量陪产假。在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扩

大家庭和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政策，也涉及公司计划及区域和地方倡议（参见专栏

7）。

2）向支持父母就业以及职业和家庭生活相结合转变。许多国家实施了新政

策来解决父母双方、特别是母亲所面临的就业与家庭冲突的新政策。德国和奥地

利的政策改革包括扩大儿童托育服务、提供更好的薪酬和更灵活的育儿假，以及

支持父母从事非全日工作（参见专栏 5和专栏 10）。爱沙尼亚制定了充裕的育儿

假计划，育儿津贴等相当于休假前的工资（参见专栏 4）。

3）以现金福利为中心的政策扩张。这一发展趋势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

许多国家都很典型，各国政府认可鼓励生育主义及干预措施。例如，俄罗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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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实行的孕产资本计划（参见专栏 6），波兰自 2016年起为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子女的父母提供免税福利的“家庭 500+”计划，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拉

脱维亚、匈牙利、俄罗斯和乌克兰建立的各种家庭支持计划。在包括拉脱维亚的

一些国家，新政策还旨在增强“传统”家庭和鼓励婚姻（Abolina，2015）。

富裕国家的家庭支持水平与生育率是否相关？我们已对 OECD2007-2013年

家庭公共支出数据、2014年阶段生育率指标以及 1976年出生女性的终身生育率

（现有最新队列数据）进行研究。数据显示，家庭支出与所分析的每个生育指标

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图 8）。总支出和具体服务支出与生育率指标之间均存在相

关性。美国是一个例外，分析结果为低家庭支出和相对高的生育率相关。然而，

受当时的生育率受到金融危机或扩大/削减家庭预算未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的作用，

2007-2013年美国家庭支出的变化与 2008-2014年总和生育率变化之间并无显著

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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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01年和 2013年部分的 OECD国家政府对家庭的支出按三个主要组成部

分进行详细说明（占国家 GDP水平百分比）

资料来源：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家庭数据库（2019），表 P.F.1.1.A

图 8，2013年家庭政策支出、2014年总和生育率与 1976年出生女性终身生育率

（CTFR）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家庭支出：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家庭数据库（OECD，2019），表 P.F.1.1.A；

生育率：人类生育率数据库（2019），欧盟统计局（2019），欧洲人口数据表（VID，2018），

各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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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儿童托育覆盖范围、可获得性和费用

高质量和可得的公共儿童托育服务，特别是 3岁以下儿童的托育服务，从支

持工作家庭互相平衡以及儿童发展角度来看至关重要。这是支持双职工家庭生育

决策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

实证研究显示，可及的儿童托育服务对生育率有积极影响（Baizán，2009；

Goldsteinet al.，2017；Hilgeman & Butts，2009；Kalwij，2010；Luci-Greulich &

Thévenon，2013；Rindfuss et al.，2010；Rindfuss et al.，2007；Rovny，2011）。

儿童托育服务的供给不仅影响生育时间，还影响整个家庭规模。例如，

Luci-Greulich和 Thévenon（2013）预估，OECD各国儿童托育入园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则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增加 0.08，这与 Rindfuss等人（2010）对挪威

的低方案预测结果相当（参见专栏 2）。Kalwij（2010）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儿

童托育补贴每增加 10%，西欧的终身生育率将增加 0.4%。提供儿童托育服务更

有可能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加活跃的高学历女性的生育行为（Baizán et al.，

2016；Haan & Wrohlich，2011；Kravdal，1996）。Baizán等人（2016）估计，在

所分析的 15个欧盟国家中，将 0-2岁儿童的托育覆盖率从 10%左右提高到 50%，

将使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完全家庭规模（终身生育率）从每名女性平均生育略高

于 1.4个子女增加至 1.9个子女。若提高儿童托育覆盖率，低教育程度女性的终

身生育率将小幅上升，从每名女性平均生育 1.8个子女上升至 2.0个子女。

对父母和准父母而言，能否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并不是生育决策的唯一重要因

素。儿童托育质量、费用和开放时间均为能够刺激生育的“良好儿童托育体制”

的其他重要因素。只有当父母能够确定日托对其孩子是有益的（或至少是无害的），

他们才会决定使用儿童托育设施。确保高质量的照料也是儿童发展的关键。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对儿童托育质量进行评估：每位教师负责的孩子数量、群体规模、

教师教育水平、课程设置和安全性（Plantenga & Remery，2009）。2015 年进行

的国际学校评估项目（PISA）调查结果显示，早期儿童托育项目中，儿童与工

作人员比率较低，以及早期儿童托育充裕的投入预算，均与儿童 15岁时在校优

异表现相关（OECD，2017b）。旨在通过玩耍教给孩子新技能并对各种教育活动

（发展语言技能、计算能力、读写能力、创造力、社会技能、信息通信技术技能、

道德和公民价值观，或提高对体育活动和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同等重视的均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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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balanced curriculum），同样是儿童托育质量的重要内容（OECD，2017b）。

为所有儿童托育机构制定共同条例和建立国家质量监测体制，可进一步帮助确保

高质量的早期儿童托育并帮助（儿童）顺利过渡到学校教育。瑞典和挪威是投资

于儿童托育发展、高度重视儿童托育质量的典型国家。这很好地解释了两国儿童

托育入园率异常高，以及挪威儿童托育入园率与生育率间的正相关关系（专栏 2）。

儿童托育机构提供的服务应根据父母的不同需求和情况进行调整。例如，法

国提供多样化的儿童托育服务，专门照顾不同年龄和需求的儿童：1岁以下儿童

的托育所、1-3岁的托育所、3-5岁的幼儿园和学龄儿童的学后看护。儿童托育

可由市政府组织的传统日托中心提供，也可由经过认证的照护者、公司托育所和

幼儿园（通常由上市公司运营）以及提供数小时不规律临时护理的收容中心提供

（OECD，2006b）。同样，开放时间也应与父母的工作时间相适应。长期以来，

德国幼儿园开放时间过短被认为是女性参与全职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障碍之一，也

是生育率低的原因之一（Hank & Kreyenfeld，2003）。

父母承担的儿童托育费用是公共儿童托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因国家而异。

研究表明，降低儿童托育费用可能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DiPrete et al.，2003）。

在儿童托育得到大量补助的瑞典，2001年儿童托育费用的减少导致了 18个月内

出生率增加了 3-5个孩子/每千名妇女（即 4-6%）（Mörk et al.，2009）。

儿童托育体系的扩大需要时间和投资。儿童托育服务不仅可由国家和市政当

局经营，也可由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经营。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营

机构对儿童托育服务提供支持和资助也是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在无法轻易扩大公

立儿童托育服务的情况下。例如，维也纳（奥地利）市政当局实施对私营和非政

府儿童托育设施提供补助的政策，并规定其应遵守与公立机构相同的最低质量标

准。近年来儿童托育扩张规模最大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是在韩国，政府在儿童托育

方面的开支从 2000年 GDP的 0.1%上升至 2014年的 0.9%，这一开支的大幅增

加使得儿童托育服务也得以大幅增加（Adema et al.，2017）。儿童托育设施数量

快速增长，特别是那些由私人公司和家长协会经营的儿童托育机构，目前该类机

构占全国儿童托育机构的 85%。因此，2005年至 2014年，0-2岁儿童托育入园

率从 9%上升到 36%，3-5岁儿童托育入园率从 31%上升到 91%（Adema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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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挪威学龄前儿童托育：高质量、接近全覆盖以及提

高生育率

直至 1970年，挪威只有少数儿童参加日托，3-4岁儿童入托率为 5%，1-2

岁幼儿入托率仅为 1%。之后儿童托育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截至 1997年，1

至 5岁儿童中入园率为 60%，2016年入园率达到 91%。覆盖范围扩大最为显

著的人群是 1至 3岁的儿童，2000年儿童入园率为 37%， 2016年已经超过

80%。与此同时，挪威学前儿童托育的质量也在同步提高。

20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高质量儿童托育服务的迅速普及对挪威生育

率的下降起到减缓作用。Rindfuss等人（2010）的一项模拟研究表明， 若儿

童托育的可及性保持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接近于零的水平，则 1957-1962年出

生队列的女性在 35岁时平均只生育 1.5个子女。而其实际终身生育率已超过

平均每名女性生育两个子女，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 1973年之后儿童托育

服务的迅速扩张。该研究还表明，大幅提高儿童托育服务的可获得性对生育率

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可获得性每提高 10%（以绝对值计算），平均每名女性

将多生育约 0.10-0.12个子女（图 9）。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对防止二孩生育和三

孩生育率的下降尤为重要。

提升儿童托育覆盖范围和质量的驱动力

21世纪初，挪威就提升儿童托育质量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历届政府

都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逐步增加儿童托育方面的公共支出。1998年至 2012

年间，儿童托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GDP的 1.4%。额外的财

政资源不仅用于创建新幼儿园，还用于增加对现有日托中心的补贴。2000年

间，政府承担了大约 55%的幼儿园运营费用，截至 2012年，该比例上升至 85%。

因此，父母幼儿园托育支出大幅下降，实际花费更易负担：目前，挪威儿童托

育费约占（父母）平均工资收入的 10%，同比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 25%。

此外，低收入家庭还能从地方政府获得额外的财政支持。2009年挪威颁布的

法律规定，所有 1岁及以上儿童均有权利进入幼儿园，再次重申实现全面儿童

托育覆盖的政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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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儿童托育扩张给挪威政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第一项

挑战即是新设施建设与新员工培训的需求。针对这一挑战，公私混合体制对不

断增长的需求做出了极其有效地回应。过去，公立幼儿园在获得政府资助方面

享有特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证明，私立幼儿园设施对于实现儿童托育

的全覆盖是必不可少的补充，目前挪威对公立和私立儿童托育机构的补贴几乎

相同。托育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有助于缓解高素质员工短缺的问题。每个幼儿园

配有一位校长（管理人员）、多名教学教师和助理教师，其中校长和教学教师

必须拥有三年制主修幼儿教师教育的高等教育学历。

儿童托育体系的扩张与托育质量的投资同步进行。挪威有非常严格的资质

标准的相关规定，其中规定了工作人员的必要资质、最小师生比和课程。规定

和标准受内部（由内部人员进行自我评价和/或同行评审）和外部（地方政府

检查）的定期监测和质量控制。质量控制体系侧重于三个方面：服务质量监测、

员工素质监测和儿童发展和成果监测。

图 9 根据 0-5岁儿童儿童托育服务可获得性水平，对 1957-62年间出生队列的

挪威女性的终身生育率（截至 35岁）进行模拟

资料来源：表 1，Rindfuss等人（2010）。

本专栏基于以下研究：Engel等人（2017）；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1999），Rindfuss

等人（2010），以及挪威统计局（2018）。

儿童托育服务可获得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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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育儿假制度

有幼儿的父母可申请各种休假。产假直接适用于母亲，且通常时间很短（最

多六个月），在孩子出生前后休假，以保护母亲和孩子的健康。父亲也可在孩子

出生前后享受陪产假，以便父亲有时间陪伴新生儿并适应其新角色。父母双方在

其产假或陪产假结束后可享受育儿假。父母在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期间通常因

为没有时间工作而得到相应补贴。但是，各国在休假时间和应享补贴的权利内容

差别很大，有些国家提供固定假期福利，而其他国家则依据父母在生育前的收入

确定假期福利（参见专栏 3-5）。此外，育儿假福利可以普及，也可以根据就业情

况或满足特定收入标准的条件而定。

理论上，育儿假应与妇女和夫妇的生育决策正相关，因为育儿假允许父母在

不必终止雇佣合同的情况下，从工作中休息一段时间来照顾他们的孩子。育儿假

为父母提供重返工作岗位的保障，降低了他们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此外，育儿

假津贴还可补偿在休假期间的收入损失。当育儿津贴同样也支付给生育前无工作

的父母时，这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照顾子女，无需承受找工作或陷入贫困的压力。

然而，长假会导致人力资本的贬值，降低父母的收入潜力和未来的晋升机会（例

如，OECD2011；Budig et al.，2012；De Henau et al.，2011；Evertsson & Duvander，

2011；Pettit &Hook，2005）。休假计划对父母职业生涯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改

变父母的生育决策，导致生育推迟；同时还可能会阻碍一些夫妻达到理想的家庭

规模。因此，育儿假改革必须考虑育儿假计划对伴侣生育决策、职业生涯和家庭

幸福产生的多种后果。

无论是在时间期限还是津贴水平上，育儿假津贴越丰厚，则夫妻越想要生育

子女。例如，Matysiak和 Szalma（2014）对匈牙利和波兰女性的生育行为进行

比较，在这两个国家，父母的育儿假曾经时长相近，但在津贴条件上有很大差异。

他们发现，与波兰女性相比，匈牙利女性在产假期间更有可能生育第二个子女，

因为她们在产假期间获得更多与收入相关的福利，而波兰女性往往会更快重返工

作岗位。在挪威，现金支付育婴津贴的出台导致二孩出生率出现上升趋势（Aassve

& Lappegård，2009）。现金支付育婴津贴是固定的，允许父母在抚养子女的育儿

假结束后，继续在家照看子女两年（直至子女三岁生日）。这项津贴所产生的积

极作用是由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所推动的，她们是该计划的主要受益者。芬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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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类似发现，获得固定家庭托育津贴女性的三孩出生最高，该津贴最多补贴至子

女三岁生日时（Vikat，2004）。

然而，现在尚不清楚更丰厚的育儿假津贴主要影响的是生育时间，还是会同

时影响完整的家庭规模。很少有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表明育儿假津贴对

终身生育率的影响相当小，甚至微不足道。例如，Luci-Greulich和 Thévenon（2013）

估计，在 OECD国家，若将带薪产假延长 100天，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将增加

0.06。与此同时，Kalwij（2010）表明，将西欧的产假和产假津贴提高 10%，可

将无子女率降低 3.2%，但对终身生育率无影响。Baizan等人（2016）在对欧盟

15个国家的带薪产假研究后，亦发现其不会对终身育率产生影响。

由于育儿假期的长度和应享权利的变化可能导致生育时间发生的意想不到

的变化，因此育儿假改革应谨慎执行。这一政策最著名的实例是，1980年瑞典

将育儿假从 15个月延长至 24个月，这促使许多女性在产假结束前生下第二个子

女，从而推动了暂时性的生育高峰（见表 3）。1990年奥地利也实施了类似的政

策改革，将育儿假从 12个月延长到 24个月。当时育儿假权利以最低就业期限为

条件，女性只有在实际育儿假期间（外加短时间“过渡期”），或在返回工作岗位

后工作至少 20周后生育，才能重新获得另一次产假权利。由于在 1990年以后的

育儿假期间生育下一个子女变得更加可行，许多女性利用这一机会在恢复工作前

便生育第二个或第三个子女。育儿假的延长显然减少了第二和第三次生育间隔。

然而，它是否将对终身生育率产生影响仍存在争议：Lalive和 Zweimueller（2009）

发现这一政策改革对生育存在长期影响，而Štastná和 Sobotka（2009）得出结论，

它对第二孩和第三孩递进生育率无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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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瑞典“速度津贴（speed premium）”：长期成功？

瑞典有着带悠久的带薪育儿假的传统，假期福利由父母的休假前的收入决

定。自 1980年以来，休假的父母若在 24个月内再生育下一个孩子，便有资格

获得同样的假期津贴。1986年，上述最大生育间隔延长至 30个月，这使得父

母更易将生育孩子的时间紧密结合起来，并在下次生育后享受不间断的休假和

相同的假期福利。

由于许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在第一个子女出生后会相应得选择收入较低

的非全职工作，因此，这种“速度津贴”（Andersson et al.，2006）导致育儿假

津贴大幅增加。在“速度津贴”确立后不久，时期生育率开始上升，从 1983年

的 1.61跃升至 1990年的 2.14。此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之前的飙升速度一

样快；在 20世纪 9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TFR）在出现再次反弹前，降至 1.5

的水平（参见图 10）。

时期总和生育率（TFR）的上升是由进度效应引发的吗？即是由那些无论

如何都会出生的孩子加速出生所带来的吗？20世纪 80年代的生育率上升确实

主要是由进度变化带来的，特别是生育间隔的缩短，第一次生育后 30个月内

的第二次出生率相对急剧上升（Andersson et al.,，2006）。相较之下，计算进

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增长要小得多（平均每名妇女增加了约 0.2个子女），

在出台“速度津贴”政策时，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女性的终身生育率只发生了很小

的变化（图 10）。“速度津贴”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很快便消失殆尽。20世纪 90

年代，反方向的进度效应作用于生育率，也即经济衰退引发首次生育推迟，使

得生育率急剧下降。

瑞典生育率由于其波动巨大的发展趋势，常常被描述为 "过山车"式的生

育率，这种生育率波动与该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密切相关。由于育儿假津贴基于

收入所设定，因此在 20世纪 90年代经济衰退时期，就业率和收入急剧下降时，

生育率往往会随之迅速下降。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恶化的前景，瑞典人倾向于

推迟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生育，直到具备更有利的经济（和金融）条件。经济不

确定性的影响也清楚显示出“速度津贴”政策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局限性，并揭

示了瑞典产假福利对生育率影响的顺周期效应（procyclical natu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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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通常来说，与过去工资挂钩的休假福利往往会在经济繁荣时期加速生

育率，而在经济低迷时期则会抑制生育率。

图 10 1970-2018 年瑞典的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

（adjTFRp）和队列终身生育率（CTFR）（1940-74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30年间的队列数据反映了平均生育年龄。在较高的生育年龄的终身生育率中（42

岁以上），有一小部分组别的数据是估计值。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瑞典统计局（2019）和本报告计算。进度与孩

次调整后总和生育率（adjTFRp）由 Kryštof Zeman计算。

本专栏基于以下研究：Andersson（2004）；Andersson 等人（2006），以及 Neyer和

Andersson（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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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 设计全面、普遍和充裕的产假：以爱沙尼亚为例

在爱沙尼亚，低生育率伴随移民迁出共同导致了 20世纪 90年代和 21世

纪头十年出现的大量人口流失。面对人口方面的挑战，爱沙尼亚已将北欧国家

综合政策为榜样，开始着手扩张家庭政策。爱沙尼亚于 2004年开始实行带薪

育儿假的重点改革，废除之前为期三年、对收入损失补偿很低的育儿假，取而

代之为津贴相当于生育前一年全额工资的育儿假（Puur & Klesment，2011，

Frejka & Gietel-Basten，2016）。之后，带薪假期从 2004年的 11个月延长至 2006

年的 14个月和 2008年的 18个月，其中前 70天仅向母亲提供。自 2008年起，

子女出生间隔很近（在 30个月内）的父母可保留同样的休假福利，而在此期

间无须重返劳动力市场（Puur & Klesment，2011），这一政策类似于瑞典的“速

度津贴”（参见专栏 3）。休假津贴上限额度非常高，是平均收入水平的三倍（2018

年为每月 3089欧元；Pall，2018）。

爱沙尼亚将相对较长的假期和全额工资相结合，甚至比北欧国家产假福利

更充裕。北欧国家产假制度要么时间较短但有全额工资（丹麦 32周，挪威 46

周，冰岛 9个月），要么时间较长但津贴相当于产假前 70%-80%的工资水平（芬

兰、瑞典、挪威有较长的假期；Blum et al.，2018）。

爱沙尼亚近期的改革旨在使现有体制更加灵活，更容易与持续就业相结

合，并增加父亲在假期中的参与度（Biin，2017）。自 2018年起，育儿假可一

次性或分阶段使用，直至子女三岁生日。父母可继续工作，并在子女出生后享

受父母津贴，但一旦父母的收入超过最高津贴水平的一半，津贴就会减少（Pall，

2018）。政府议程的下一个目标是向提供父母综合津贴转变，其中包括一段专

为母亲提供的假期，一段父母共享假期，以及一段专门为父亲提供的 30天假

期，整个福利期延长至 605日历天（超过 20个月）（Pall，2018；Biin，2017）。

爱沙尼亚的公立儿童托育服务在 20世纪 90年代呈现下降趋势后也逐渐增

加（Puur & Klesment，2011；Põldma，2014）。2016年 0-2岁儿童幼儿园入园

率为 28.5%（OECD，2019年），高于 2000年的 20.4%（UNICEF，2018）。目

前入园率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仅次于斯洛文尼亚，在中欧和东欧提供早期儿

童托育服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育儿假福利的扩大和儿童托育服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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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03年至 2009年间，政府用于家庭现金福利的支出快速增长，从占 GDP

的 1.2%上升至 2.1%，随后又降至一个较低水平。

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在产假延长后持续上升：从 2003年（第一次产

假延长前）的 1.37跃升至 2010年的 1.72，在 2010-2013年经济衰退开始后才

有所下降。相较而言，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在 2003年后仅略有上升，

而队列生育率已明显趋于稳定（图 11）。因此，家庭政策的扩张减缓了队列生

育率的下降，也有助于其之后保持稳定，但对时期生育率持续增长的贡献似乎

相当有限。

图 11 1980-2018年爱沙尼亚的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

率（adjTFRp）以及 36岁队列终身生育率（CTFR）（1950-81年间出生的女

性）

注：队列生育率数据仅计算到 36岁，不含有小部分超过该生育年龄的生育数据。队

列生育率跨度涉 30年。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和本报告的计算。进度与孩次调整后总和生育

率（adjTFRp）由 Kryštof Zeman计算。

总而言之，提供产假对生育率影响效应的证据不一，极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影

响受许多因素制约，而且各国的假期规定也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实证研究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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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证据表明产假对生育的积极影响，但研究家庭的学者们一致认为，需要用带

薪育儿假来弥补孩子出生和进入托育体制之间的时间，并允许父母中断就业而无

需终止就业合同（Billingsley & Ferrarini，2014；Ruhm，2000；Thévenon & Solaz，

2014）。尽管较长假期可能是一些父母的首选，但同时亦会对女性的就业产生负

面影响，因此关于产假的最佳期限并未达成集中共识。在现实中，最佳休假期限

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职业类型、职场职位、兼职工作的可能性、外部儿童托育机

会，包括由祖父母照料以及个人偏好等。因此，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灵活的产假

计划，提供多种休假期限（福利水平也有所不同），允许父母分批休假或与全职

兼职工作相结合（参见专栏 4和专栏 5）。灵活多样选择的育儿假使父母有可能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案。例如，期限相对较短但带薪福利的产假，对那些不想或

不能长期休假的在职父母来说最为方便，而期限较长但津贴较低的产假（通常是

固定津贴），更适合那些愿意与年幼子女待在家里更长时间或无法获得日托设施

及其他儿童托育服务支持（如由亲人提供）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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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育儿假使用的灵活性

家庭政策一直在努力匹配日益灵活的家庭和工作生活。育儿假计划就是其

中一个很好的实例。育儿假计划旨在利用更灵活的方式鼓励父母分担照护子

女。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推行育儿假计划，以允许父母在固定津贴或收入不同

的情况下，选择福利较高但期限较短的产假或低薪但期限较长的产假。此类计

划允许父母选择最适合其工作条件、外部托育服务可获得性或个人喜好的育儿

假方案。例如，捷克父母可以在 7至 48个月的产假期间按月收到共计 22万捷

克克朗（按照 2019年汇率，约合 8500欧元；自 2020年起提高至 30万捷克克

朗或 11600欧元）的休假津贴（假期时间越长，每月津贴越低，最高津贴为休

假前工资或 32,640捷克克朗）。只要他们被视为子女的主要照顾者，即使他们

继续工作，仍有权享受津贴（若其子女在 2岁以下，则每月使用公共托儿服务

不得超过 46小时）。父母双方可以同时休育儿假，但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一方有

权领取福利津贴。父母可以轮流接受津贴，且没有次数限制。或者父母可休为

期 12个月的育儿假，并依其每日收入的 70%领取固定津贴（但不得超过每月

1,400欧元）。

邻国奥地利也已出台类似的育儿假制度。在 456天至 1063天（分别对应

14个月和 35个月）期间，父母可获得共约 15,500欧元的福利津贴。育儿假条

例鼓励父母双方共享假期，以促进父亲的参与度。若父母双方均未达到 61天

的休假期限，那么在 365天至 851天（即 12至 28个月）期间，休假福利津贴

总额将减少至 12400欧元。在领取福利津贴时，父母每年最多能拿到 16200欧

元或相当于其上年收入 60%的津贴。他们还可以选择休 12个月依据收入确定

津贴的产假（若父母双方至少休 2个月的假期，则为 14个月），休假津贴为上

一次净收入的 80%（最高为 2000欧元）。共享育儿假的父母可以轮换两次（因

此，假期最多可分为三段休，每个时段至少持续两个月），且除第一次交替前

的一个月外，无法同时休假。若父母平均分配假期（至少是 60：40或更平均

的比例），双方还有权获得 1000欧元的“合作伙伴奖金”（Partnerschaftsbonus）。

德国也有类似计划，但除此之外，它还提供了在育儿假期间重返兼职工作

的可能性，并保留享有兼职育儿假福利津贴的权利，直至子女 2岁生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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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劳动力市场但仅从事兼职工作的父母，可以得到占他们收入损失 65%的补

偿津贴。芬兰和挪威的育儿假和育儿假福利为一年左右，并且和收入高度相关。

此外，两国还向那些希望与子女待在家里更久的父母提供固定金额的现金津贴

（例如，挪威在儿童两岁生日之前实行现金照护计划（Cash-for-care scheme），

芬兰在儿童三岁生日之前实行家庭托育假）。相比之下，瑞典的产假制度为父

母提供了很大的时间灵活性。每位父母都有资格享受 240天的产假福利（其中

195天与收入相关，为工资的 77%，另外 45天为固定津贴），可分为全职、半

全职、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时间工作，直至子女 12岁生日（Duvander & Haas，

2018）。

本专栏主要基于以下报告及其中的国别章节：国际休假政策网络，2018年，第 14届

国际休假政策及相关研究综述（Blum et al，2018）。

育儿假应与提供公共托育服务保持一致，以便为有年幼子女的父母提供持续

的公共支持。换句话说，父母结束育儿假重返工作后，应有使用日托体制的可能。

瑞典即是将这两种体制完美结合的优秀实例。其根据父母双方的参与程度、假期

长度、假期在子女一生中的分配情况、假期期间的就业水平以及在子女 12岁生

日前使用假期的可能性，提供一种待遇优厚且极其灵活的产假制度（参见专栏 3

和 9，Gunnarsson et al，1999；Duvander & Haas，2018）。意大利则是反例代表。

该国为 3岁及以上儿童提供方便的全职托儿服务，但对 3岁以下幼儿的服务非常

有限。与此同时，每位父母仅享有 6个月的育儿假。这意味着，许多 0-2岁孩子

的父母要么依靠祖父母，要么选择昂贵的私人托儿服务（通常是托育员和保姆），

要么终止其工作。因此，想要（或必须）继续工作的意大利年轻人可能更倾向于

推迟生育，直至祖父母退休，或等到他们经济状况良好，能够负担私人儿童托育

服务后。

4.4 支持父母双方共享育儿假

育儿假计划最初仅针对母亲。当前鼓励父母双方共享育儿假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这降低了母亲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因此也鼓励她们拥有更大的家庭（规模）。

此外，采用面向父亲的育儿假计划旨在让男性从工作中短暂休息，并从小就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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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建立更牢固的亲子关系。完成此目标的第一步即是允许男女双方共享育儿假。

这一看似性别中性的政策是在女性作为主要照料者而男性视为承担家庭生计者

的背景下推出的，因此对父亲休假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Brandth & Kvande，

2009）。第二步是引入个性化育儿假权利不可转让（给配偶）的方案（“非用即失”

方案）。北欧国家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率先采用这种个性化的育儿假方案，从

而使男性休假大幅增加。在瑞典，目前 90天的育儿假是为父亲保留的，获得育

儿假的人群中男性占 45%。虽然父亲的育儿假仍比母亲少得多（占总休假天数的

26%），但可观察到他们的休假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2000年父亲休假天数占总

休假天数的 14%）（OECD，2019）。在过去 20年间，对男性休假采取激励措施

的一些国家中，使用育儿假的父亲人数也呈上升趋势（另参见专栏 5中奥地利实

例和专栏 10中德国实例）。这些激励措施包括父母双方均享有不可转让的育儿假

权利，或在父母双方都使用休假时给予额外休假。根据 OECD数据，在丹麦、

德国、比利时和葡萄牙，获得育儿假的男性比例略高于 30%（OECD，2019）。

关于实行育儿假权利对生育影响的实证证据仍然很少，而且男性的休假时间

可能仍然太短，不足以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来自北欧国家的研究表明，休育儿

假的父亲在重返工作岗位后更愿意照顾子女（Duvander & Jans，2009；Haas &

Hwang，2008 年）且共享育儿假的夫妻更有可能（或更早）生育第二个子女

（Duvander & Andersson，2006；Duvander et al，2010）。然而，应该指出的是，

休育儿假的父亲可能原本就更注重家庭，这可能导致在这些研究中高估育儿假使

用的影响。9

4.5 财政激励

实行财政转移补助旨在支持有受抚养人（包括子女）的家庭。它可以降低贫

困风险、抵消与子女相关的一些费用、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并为子女创造更好的

生活条件。由于它们降低了生育子女的直接成本，因此也被视为一项有助于父母

实现其生育愿望的家庭政策措施。

不同家庭获得不同类型的财政转移补助。定期提供家庭福利、税收减免和税

9 如果父亲更多地参加陪产假和育儿假，使得女性更积极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或者父亲更加意识到抚
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则可能对生育产生不利影响。这是 Farré和 Gonzales（2019）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2007
年，西班牙实行两周带薪陪产假后，父亲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儿童托育工作中来，这导致母亲的劳动力参
与率略有上升，但之后男性再次生育的愿望也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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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抵免，同时一次性支付“生育奖金”、生育补助和其他转移补助。直接减税的税

收抵免和家庭津贴通常旨在惠及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受收入制约的家庭。降低税

收标准的税收减免，在更高税率下提供更高的福利津贴，因此对收入高于平均水

平的在职父母更有利。

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定期现金转移补助对阶段性生育率产生小而积极的影

响。例如，据 Azmat和 González（2010）估计，西班牙对有 3岁以下子女的在

职母亲实行额外税收抵免，并增加家庭税收抵免，从而导致每千名女性生育 3

个子女的概率增加（即 5%）。2009年阿根廷政府启动了一项全国扶贫计划，该

计划每月向失业父母提供最低工资 13%左右的现金转移补助，之后也出现了与西

班牙类似的影响（Garganta et al.，2017）。在匈牙利，儿童相关福利支出每增加

1%，时期总和生育率将提高 0.2%（Gábos et al.，2009）。在以色列，2003年以

后儿童的每月补贴减少，这一现象在三孩及以上儿童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这被

认为是与包括 35 岁及以上育龄妇女在内的各人口子总体生育意愿的降低有关

（Cohen et al.，2017）。

然而，很少有研究证实现金转移补助对生育决策、以及对无生育夫妇生育计

划具有长期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即使存在影响，现金转移补助的效果可能也

十分的微弱。现金转移补助通常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时间，但较难影响生育数

量变动，即可能使人们的生育时间提前，但却不会因此而扩大生育规模。

Luci-Greulich和 Thévenon（2013）在对 18个 OECD国家进行研究后估计，现金

福利支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每增加 1个百分点，进度调整

后的总和生育率（adjTFRp）就会增加 0.02。与此同时，Kalwij（2010）发现，

现金转移补助对西欧国家的终身生育率没有影响，而 Baizán等人（2016）的研

究则表明其仅对高学历人群存在积极影响。Brewer等人（2012）对英国福利改

革的效果进行了评估，该改革实行工薪家庭税收抵免，并增加对失业家庭的经济

资助，这一举措使将孩均财政支持增加了 50%。结果发现，仅在改革后的一年内

财政开支增加显著提高了生育率，而后续年份的变化则不明显，这进一步表明上

述改革主要对生育进度产生较大影响。

除定期现金转移补助外，政府还会提供在孩子出生前后发放的“生育补贴”，

但这种一次性的小额补助不太可能大规模地影响生育行为。过去一些国家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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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慷慨的生育补贴政策，并使终身生育率有了些许提高，但该举措财政成本很

高，且通常难以持续很长时间，在澳大利亚、加拿大魁北克和西班牙均最终叫停。

上述举措还导致生育时间出现了重大变化。1988年，加拿大魁北克省实行的生

育津贴规定，第一孩生育和第二孩生育将一次性支付 500加元（按照实时汇率为

超过 400美元），三孩及以上胎次的生育分 8个季度支付 375加元。这些金额在

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增加，到 1997年计划终止时，父母在一孩生育后得到 500加

元，在二孩生育后得到 1000加元（分两次支付），三孩以及上生育的父母将得到

8000加元（分 20个季度支付）。该计划对生育率提振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对

高孩次生育的影响最为显著。据Milligan（2005）估计，受此政策影响，当地的

时期生育率整体增长了 12%，三孩及以上生育率增长了 25%。新生儿生育津贴

也对终身生育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该计划的经济成本相当昂贵——在 8

年的时间里，共花费了 14亿加元，这意味着魁北克省政府为每个在无此计划便

不会出生的孩子身上花费了大约 15472加元（相当于今天 25,000加元）（Milligan，

2002）。

2004年，澳大利亚在该国时期生育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后不久，便建立了

类似的生育补贴计划，其后于 2014年废止。具体补助是一次性支付 3,000澳元

（按照实时汇率约 2,200美元），2006年增加到 4,000澳元，2008年增加到 5,000

澳元。据 Drago等人（2011）估计，生育补贴对生育意愿和出生率提振具有微弱

的影响，使出生率上升约3.2%，这意味着额外生育一个子女的边际成本为126,000

澳元（超过 90,000美元）。由 Parr和 Guest（2011）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该

计划根本未产生任何影响。此外，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生育补贴和类似计划的

实行也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在生育补贴政策发布后相隔较短时期

方开始实施的澳大利亚，大约 4% - 6%应在六月出生的孩子被延迟至七月初

（Gans & Leigh，2009）。大多数生育是通过推迟剖腹产或引产程序改变出生时

间的，这可能对新生儿的健康造成影响，同时也可能对医院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

自 2007年以来，俄罗斯建立了一项向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的母亲提供财政

转移补助的体制，即“孕产资本（maternity capital）”计划。其政策设计、发展变

化和对生育率的影响参见专栏 6。

其他国家和地区实行类似的但补贴较少的生育刺激计划表明，这些政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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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一些社会群体的生育率产生影响——尤其是贫困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人

群——例如，通过奖励生育而阻止其终止妊娠（可参见专栏 6中关于俄罗斯的证

据）。这些政策甚至可能带来终身生育率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其总体影响是较小

的。2000~2003年，在意大利东北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地区，政府推出了二孩

生育补贴 3000欧元、三孩及以上生育补贴 4600欧元的政策（Boccuzzo et al.，

2008），该补贴只向收入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女性发放。这一时期的出生人数增

长了 2-3%，且增长主要集中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低教育程度女性人群中。

与此同时，流产率大幅下降。在 2007年实行 2500欧元短期生育补贴的西班牙也

有类似的发现（González，2013）。

总体而言，资金转移补助可能对个体的生育决策起到支持作用，但对终身生

育率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由于财政转移补助，即使是慷慨的财政转移补助，也

只能覆盖儿童抚育费用的一小部分。此外，财政转移补助的影响通常对受教育程

度低、低收入或失业人士的生育率影响最大，对他们来说，公共转移补助具有更

高的价值。区分不同收入家庭的慷慨货币激励措施（包括补贴高收入家庭）可能

带来更大效果，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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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6. 俄罗斯联邦的“孕产资本”计划和生育率

俄罗斯 2006年通过了《关于国家支持有子女家庭的额外措施》，并自 2007

年 1月起出台了明确的鼓励生育政策（俄联邦总统国家行政学院，2015）。由

于许多俄罗斯女性只生一个子女（图 3），且独生子女家庭在该国已成为一种

常态，因此这些政策旨在刺激人们生育二孩和三孩。其核心政策是建立“孕产

资本”，即由俄罗斯联邦养恤基金会向第二次、第三次或多次生育的母亲一次

性转移支付津贴（每个母亲只能得到一笔津贴，而不管她有多少个子女）。该

福利可用于特定用途，如购买和装修住房、偿还抵押贷款、子女教育，也可作

为母亲的养老金（俄罗斯联邦养恤基金会，2019）。该项目本应是短期性的，

原计划持续至 2016年，但目前已被延长。补助津贴的最初数额定在 250 000

卢比，自 2015年以来，其现值固定在 45.3万卢比（按 2019年 4月汇率折合

为 6900美元）。由于这项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俄罗斯许多家庭面临的财政

和住房困难，因此很受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联邦计划已由许多地区计划

进行补充，旨在在此基础上为三孩甚至多孩家庭提供特定的生育补贴

（Zakharov，2018）。这些地区生育补助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各不相同，可以作

为观测的试验样本。

随着政策的出台，俄罗斯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开始上升，从 2006年

的 1.28上升至 2016年的峰值 1.79（图 12）。然而，由于父母们决定更早地生

育子女，以在政策终止之前充分利用该计划，因此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生

育时间转变造成的（Elizarov & Levin，2015；Frejka & Zakharov，2013）。尽管

如此，在政策出台后的六年中，生育进度调整的总和生育率亦出现上升趋势，

其中二孩和三孩的生育率增长态势尤为强劲：2006~2012年，进度与孩次调整

后的总和生育率（adjTFRp）增长了 0.21（图 12和图 13）。这项政策还成功地

阻止甚至略微扭转了 1957年以后出生女性的队列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关于“孕产资本”计划对生育率影响的评价存在巨大差别。Biryukova等

人（2016）报告称，在对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进行控制以后，2007年 9月至

2011 年夏季，二孩及多孩次生育概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据 Slonimczyk 和

Yurko（2014）估计，考虑到经济条件的变化，“孕产资本”计划的实行导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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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家庭规模增加了 0.15。Elizarov和 Levin（2015）的研究显示，这项政策通

过提高 30岁以上妇女的二孩和三孩生育率而“达成了政策目标”。 俄联邦总统

国家行政学院（2015）的报告称，受政策预期效应的影响，2007年中期的月

出生数据大幅上升，其重点影响的是减少流产数量，因为更多妇女决定足月妊

娠分娩。相比之下，一些研究报告称若有任何影响，则影响也很小（例如

Zakharov，2016）。Miljkovic 和 Glazyrina（2015）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固定效

应模型对俄罗斯七个联邦地区的生育率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该政策使总

和生育率微弱地增长（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意义），增幅为 0.04。Frejka和Zakharov

（2013）利用队列数据得出结论，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是降低生育年龄和缩短生

育间隔，从而提高时期生育率，而非终身队列生育率。该政策的影响因个体社

会地位而异，且主要对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产生影响（Biryukova et al，2016；

Slonimczyk & Yurko，2014）。

图 12 1980-2018 年俄罗斯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

（adjTFRp）以及 36岁队列终身生育率（CTFR）（1950-78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队列生育率数据仅计算到 36岁，排除了小部分超过该年龄的生育数据。队列生

育率涉及 30年跨度，反映了 20世纪 50至 70年代出生的女性在生育三胎时的平均年龄。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Zakharov（2018，第 7章），Rosstat（2019）和

自身计算。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由 Kryštof Zeman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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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1990-2014 年间俄罗斯按出生顺序的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

（adjTFRp）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由 Kryštof

Zeman计算。

4.6 劳动力市场状况

配偶的生育决策不仅受家庭政策的影响，还受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条件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主要从两个途径对生育率产生影响。首先，工作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

很重要：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在为人父母之前有一份工作以积累资源，并在以后

的生活中支持其家庭和子女至关重要。高失业率和雇佣合同高度不稳定国家的生

育率较低（Adserà，2004 & 2011；Comolli，2017；另参见第 2.2节）。其次，父

母能够将工作与家庭生活相结合至关重要。诸如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和育儿假权利

等协调政策对平衡工作与家庭有所助益，但在工作模式僵化和工作时间长的国家，

尤其是在东亚，这些政策可能效用不大（参见上文关于日本和韩国的专栏 7和第

2.2节）。

当子女还小的时候，兼职工作使许多父母更易兼顾工作和照顾其年幼子女。

在这方面，兼职工作有助于配偶的生育决策。一些研究确实发现兼职工作对生育，

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具有积极影响。（Baizán et al，2016；D’Addio &

d’Ercole，2005）。然而，兼职工作的类型和质量至关重要：若兼职工作在工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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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社会福利或时薪方面比全职工作差，则不会刺激生育（Del Boca & Pasqua，

2005；McDonald & Belanger，2016）。在一些劳动力市场僵化、高度分割的国家

中，由于在兼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很难将其转换为全职工作，因此，兼职工作也不

太可能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以全职夫妻家庭为主的国家中，减少工作

时间可能并非可取选择，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崩溃后，中欧和东欧的情况亦

是如此（Cipollone et al.，2014；Hobson et al.，2011；Kanjuo-Mrčela & Cernigoj Sadar，

2011）。

工作灵活性不仅可以通过兼职工作来实现，还可通过给予父母更多工作自主

权来实现。根据家庭义务调整工作时间的可能性减少了工作与家庭间的冲突

（Byron，2005；Hill et al.，2010），并对配偶的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Begall &

Mills，2011；Harknett et al.，2014）。由于新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普及，工作时间

的灵活性越来越大，这使得雇员可以在家中或在标准工作时间之外进行工作，尽

管这样可能延长工作时间。此外，公司可以采用灵活的工作时间表，如弹性时间

（允许雇员设定起始和结束时间，以及超出雇主既定的一周核心工作时间以外的

工作时间）或工作时间银行（一种允许在某时段内积累更多工作时间而在其他时

段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作时间记录系统）（Plantenga & Remery，2010）。

在讨论兼职工作时，往往从允许女性减少工作时间以兼顾有偿工作和儿童照

料的角度出发。最近，越来越多的人指出，由于这使得男性很难参与到儿童养育

中（Hook，2010；Thébaud，2010）且迫使女性失业（Cha, 2010 & 2013），因此

男性从事有偿和长时间工作也会对生育造成不利影响。Baizán等人（2016）在对

包括 15个欧盟国家和挪威的研究中发现，男性长时间工作对中等和高学历夫妻

终身生育率具有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尤为突出：研

究人员估计，在男性每周平均工作 38小时的国家，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为 1.8；而

在男性平均每周工作 45小时的国家中，女性的终身生育率为 1.45左右。因此，

加强工作时间规定以减少加班时间，缩短工作时长，并为男性（不仅是女性）出

台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使夫妻更容易生育子女，尤其是在有长工作时间文化

的国家中。



61

专栏 7. 大力推行家庭政策却生育率影响不明：以日本和韩

国为例

日本是二战后亚洲第一个迅速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和教育发展的国家。这些

力量使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 90年代经历长期经

济停滞（“失落的年代”）前，于 1990年达到大国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最高水平。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其生育率开始下降，这一现象比亚洲其他任

何国家出现的都早，下降速度更快，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富裕国家。20世纪 60年

代初期，时期总和生育率（TFR）曾一度低于每名女性生育 2个子女，在 70年

代中期便永远低于该阈值。随后，生育率下降速度放缓，但生育率持续下滑，总

和生育率（TFR）在 90年代中期降至 1.5以下，并于 2002-2005年短暂降至 1.3

以下的“极低”水平（图 14和图 15）。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日本和德国是全球人口年龄中位数最高的国

家，超过 47岁），伴随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照料问题、劳动力萎缩以及随之到来

的人口总量缩减等挑战，生育率的下降引发了严重的担忧。由于低迁入率，这些

挑战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尤为严重。这些担忧促使政府长期大力发展支持

家庭、婚姻和生育的政策（Matsukura et al.，2007）。自 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

已逐渐实行和扩大一系列广泛的政策倡议和计划。这一做法使传统主要以现金补

贴和税收减免为基础的男性负担家计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施行当今

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采用的典型的多元政策措施的做法。这种扩张亦反映在家庭总

支出上，从 1990-91年家庭支出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0.36%增至 2015

年 1.31%，几乎翻了两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家庭数据库；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但仍低于 OECD的平均水平（1.97%）。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涉及扩大儿童托育服务的政策计划开始实施：从

1994年的天使计划开始，许多计划和倡议均旨在扩大儿童托育服务，支持创建

新的托育中心和公司儿童托育项目，减少等待名单上的儿童数量，降低父母的儿

童托育费用，并支持课外托育项目（Matsukura et al.，2007；Tsuya，2015，内阁

府，日本政府 2018）。目前，公立儿童托育服务的入园率仍然低于 OECD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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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岁儿童的平均水平（22.5%对 33.2%，2006），但 3岁儿童的入园率已超过OECD

平均水平。日本于1992年出台了为期 12个月且无任何收入补贴的产假规定；1995

年以来，此规定不断修改，带薪产假得以实现，补贴水平和休假灵活性亦普遍提

高。目前，休假补贴为假前月工资的 50%。不同政策均旨在增加男性休假率，同

时让他们参与儿童照料活动。自 2010年起，若父母双方均选择休产假，则休假

期延长至 14个月。然而，很少有日本男性使用产假（2016年男性使用产假的比

例为 3.1%（内阁府，日本政府 2018）），签订兼职劳动合同的雇员，由于工作日

有限且受雇少于 12个月均无法享有休假权利，这对决定在首次生育后减少工作

时间，并选择二胎生育的母亲来说是一巨大障碍。此外，日本政府对于不遵守规

定的雇主并无法律制裁。一些小型企业仍然没有关于产假的具体规定，这可能会

限制雇员使用产假（Tsuya，2015）。

其他现行的家庭政策措施包括自 2000 年以来不断拓展的儿童福利政策，以

及一系列非传统的措施和政策。自 2016 年日本政府通过“全民动态参与计划”

以来，许多新举措相继出台，其中包括解决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措施

和计划，内含实现平均每位女性生育 1.8 个子女的“理想生育率”目标（内阁府，

日本政府，2018：第二章）。实施“工作方式改革”计划，以改善非正式工作人

员的工作条件，并限制雇员的工作时间（在日本，工作时间过长是个长期存在的

问题）。910 这一政策同时还为促进结婚（尤其是由企业、城镇和地区实行的方案）、

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免费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和高等教育、增加母亲就业和男性参

与儿童托育、以及通过鼓励不同地区和企业方案出台共建“关爱儿童的友好型社

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内阁府，日本政府，2018）。

由于日本的家庭扩张政策已经持续近 30 年，除 1990 年为扩张政策起点，

以及 2016 年大量出台一系列举措外，很难确定具体的政策转折点。对生育政策

效果的评估结果好坏参半。从表面上看，日本的家庭政策在支持生育方面基本上

是无效的：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较低水平（2018 年为 1.43），终身生育率处于全

球最低水平行列（图 2）；无子女率达到 28%，除中国香港外，在全球处于最高

水平（Sobotka，2019），2018 年报告的活产婴儿数量（估计为 92.1 万）创历史新

低，而要达到理想的 1.8 个的家庭生育规模的目标似乎仍遥不可及。然而，这些

109为遏制日本臭名昭著的过度工作文化，一项新的劳动改革于 2019年 4月 1日生效，该政策规定大公司
雇员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45小时（日本时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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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令人沮丧的数字也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时期总和生育率已从 2005 年 1.26

的纪录低点回升，终身队列生育率已停止下降，无子女的情况亦基本稳定（图

14）。

最重要的是，截至 1980 年，日本生育率一直处于亚洲最低水平，但自 2006

年以来，日本生育率一直高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其他富裕国家水平（图 15）。相

比之下，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2018 年的

总和生育率在 0.98-1.14 之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该水平是各国最低水平或接

近历史最低水平）。韩国生育率变化至“超低”的趋势最令人瞩目，与日本相似，

韩国已出台大量家庭政策改革，包括扩大儿童托育服务、延长带薪产假，以及努

力控制工作时间过长现状（Adema et al.，2017；Lee，2018；卫生福利部，2015）。

到目前为止，这些改革并未对生育率产生明显影响，2018 年总和生育率（TFR）

跌至历史最低点 0.98，为全球最低水平。1011 现在即对韩国家庭政策的长期影响

作出明确评价为时尚早。国家各种政策改革对生育的影响可能存在相对滞后性，

但有可能在未来推动生育率呈逐步上升趋势。

然而，在日本以及后来韩国出台的强化家庭政策措施，因为一些深层原因似

乎未能有效地解决该区域生育率极低的情况。最重要的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父权

文化、传统的劳动分工、紧张的工作压力和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女性可能并未

从这些政策中充分受益（Kim，2018；Brinton，2019）。工作时间长、缺乏弹性

且经常超时工作，这些情况与主要由女性承担育儿和其他家庭责任发生了冲突

（另见上文第 2.2 节）。在所有 OECD 国家中，东亚国家的性别分工最不平等

（OECD，2017a）。

这些难题因工作合同的日益不稳定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加之

“教育热”给孩子们带来了学校考试及进入高水平大学的巨大压力，同时也给父

母带来了高昂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Lee & Choi,2015；Ma,2014&2016；

Anderson&Kohler，2013），想要子女在如此竞争激烈且昂贵的教育体系中脱颖而

出的父母，可能仅会选择生育一个子女（Tan et al.,2016）。目前，仍需采取更多

措施以限制超额工作时间，改善兼职和固定期雇员的社会权利和休假待遇。

1110更引人注目的是，韩国的婴儿活产数量从 1983年的 77万下降到 2018年的 33万左右，而 2018年的时
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 2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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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960-2017 年日本总和生育率（TFR）、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

（adjTFRp）以及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1930-76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数据涉及 30 年跨度，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10 年

代的平均生育年龄。1971-1976 年间出生女性的终身生育率显示，生育率在 2016 年时达标，

估计有小部分是在 2016 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和本报告计算。Kryštof Zeman 计算的进度与孩次调

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

图 15 1980-2018 年日本、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总

和生育率（TFR）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 国家和地方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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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辅助生殖

政府政策通过两种渠道影响辅助生殖（AR）的使用。第一，根据儿童数量

和女性年龄、女性婚姻和家庭状况以及女性已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次数等标准，

对辅助生殖提供补贴，并就可以获得补贴服务的资格制定条例。其次，通过建立

更大范围的监管框架以规定可接受辅助生殖（AR）的人群以及可行的治疗方案，

其中包括卵子捐献、冷冻保存、代孕等，并且许多国家禁止或限制单身女性、50

岁以上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使用辅助生殖（AR）（Präg & Mills，2017；ESHRE，

2010 & 2017）。

辅助生殖（AR）的成本和可获得性影响其利用情况，从而也对出生率产生

影响（Connolly et al.，2010）。自 21 世纪初以来，一些研究认为，关于辅助生殖

（AR）的规定应纳入欧盟和各成员国的国家战略，以扭转生育率下降和减慢人

口老龄化进程（Grant et al.，2006；Hoorens et al, 2007；Ziebe & Devroey，2008）。

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因其广泛的辅助生殖（AR）支持为人瞩目。该国采用以

辅助生殖（AR）为重要支柱之一的鼓励生育主义政策。以色列的辅助生殖（AR）

治疗不仅可得到高额补贴，享有广泛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世俗和宗教当局的支持。

1112 辅助生殖（AR）已经成为个别女性和夫妻生育选择的一部分（Sperling，2010；

Birenbaum-Carmeli，2016）。

辅助生殖（AR）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每项评估结果都不尽相

同。例如，Hoorens 等人（2007）提出，若英国的辅助生殖水平提升到与丹麦同

等水平，那么英国的总和生育率绝对值将增加 0.04（或 2.4%）。由欧洲人类生殖

和胚胎学会收集的数据显示，2014 年欧洲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儿童比例差

异巨大（De Geyter，2018：表Ⅲ），从塞尔维亚的 0.2%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

2%，再到奥地利、捷克、希腊、丹麦和西班牙的约 6%。整个欧洲平均为 2.1%，

略高于美国的 1.8%。计算辅助生殖（AR）总和生育率，在塞尔维亚、立陶宛、

罗马尼亚和爱尔兰，为 0.00-0.01，在意大利、德国、整个欧洲和美国为 0.03，

在法国为 0.05，在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为 0.09，在丹麦为 0.11，在以色列为 0.13

1211在以色列，18-45岁女性，无论其家庭地位或性取向如何，都有权享受“不受限制的资助治疗，直至与
现任伴侣生下两个子女为止”（Birenbaum-Carmeli，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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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以色列的高值是由于在辅助生殖（AR）后的高儿童出生比例以及该国

的高生育率（每名女性的总和生育率（TFR）和队列生育率大于 3），这在任何其

他高度发达国家都是无法比拟的。在将辅助生殖相关总和生育率（AR-related TFR）

处于 0.03 平均水平左右的国家和处于 0.08-0.11 高水平的国家进行对比后发现，

充裕的政策补贴和提高广泛使用生殖辅助（AR）的可及性是具有一定“粗”效

用的。

然而，这些粗略的估计并不能测算出辅助生殖对生育率的“净影响”，因为他

们没有考虑到一些辅助生殖使用者可能会自然怀孕（Eijkemans et al，2008；Van

Eekelen et al，2017），或者说，没有考虑到一些辅助生殖使用者怀有双胞胎或三

胞胎的“额外”分娩。控制上述因素的研究发现，辅助生殖对生育率的影响较小。

据 Sobotka et al（2008）估计，使用辅助生殖对 1970年间出生的丹麦女性终身生

育率的“净效应”为 0.036-0.057，而“粗效应”为 0.068。Habbema et al（2009年）

在假设模型中对辅助生殖的潜在影响做出了更高估计，该模型指向三年不孕或一

年不孕后所有选择辅助生殖的不孕女性。三年后，完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使总和

生育率增加了 0.08个子女/妇女，而一年后，完全接受辅助生殖治疗使总和生育

率增加了 0.04个子女/妇女。由于费用高昂，妇女多胎分娩的数量大幅增加，从

健康和医学角度来看是存在问题的。在德国，一项政策“实验”表明，辅助生殖费

用确实会影响人们治疗不孕症。2004年，德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法改革规定，所

有接受补贴的辅助生殖治疗和药物的共同支付比例为 50%，从而导致辅助生殖周

期和辅助生殖活产数急剧下降，同时也阻断了之前辅助生殖使用的上升趋势（图

17；另参见 Connolly et al，2009）。从 2002年起用了近十年时间，辅助生殖的出

生人数才达到改革前的水平（不包括 2003年预期改革引起的激增），时至今日，

若辅助生殖治疗仍得到充分补贴，辅助生殖的使用无疑会更高。

总而言之，可及的辅助生殖可能会对生育率有很小的积极影响。当考虑到自

然怀孕、非意愿生育以及并非所有女性和夫妻双方都愿意接受有压力的辅助生殖

手术时，辅助生殖最多能够提高 0.05的总和生育率（或 4%）。随着越来越多的

女性推迟生育年龄，新辅助生殖技术，如“卵子冷冻”应运而生，辅助生殖的重要

性在未来女性持续推迟生育年龄的趋势下可能会增加，而且生育年龄越大辅助生

殖技术的效果越明显。同时，正如一些研究通常指出的那样，若男性精子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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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长期持续下降，辅助生殖的重要性也会随之增加（例如，Levine et al，2017）。

图 16 2014年欧洲部分国家、以色列和美国通过辅助生殖治疗受孕的活产儿比例

和辅助生殖对总和生育率（TFR）的贡献估计

注：以色列数据是 2013年的数据，美国数据是 2015年的数据。辅助生殖治疗是指为了

生殖而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包括体外受精和体外胚胎培育（Zegers-Hochschild et al，2017）；

不包含宫内受精。一些国家的数据还包括对其他国家女性进行的辅助生殖测试。

资料来源：辅助生殖治疗后出生儿童的比例：De Geyter（2018：表 3）；Birenbaum-Carmeli

（2016）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7）。辅助生殖总和生育率：基于上述资料和

欧盟统计局（2019）以及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的数据自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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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德国辅助生殖活产儿童数量（1997-2017年）:利用 1998-2002年的趋势进

行简单外推的观察和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德国试管婴儿注册中心 2017年年报（Blumenauer et al，2018），趋势外推是

基于我们计算得出的简单线性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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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8.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中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的鼓励生育主义政策和生育率

中欧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持家庭和提高生育率方面有很长的政

策和干预历史。在 20世纪 50年代和 6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许多人

从农村搬到城市，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在兼顾就业、儿童托育和家务方面面

临巨大挑战，大部分地区生育率很低或处于下降趋势。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深

受家庭性别角色、孕产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点和期望影响。从 20世纪 60年代

起，各国政府开始出台各种旨在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提供儿童托育服务、延

长产假、为新婚夫妻提供儿童福利专项贷款、提前有子女女性的退休年龄、为

有子女的家庭优先分配住房等（David，1999；Sobotka，2011）。这些政策往

往还包含一些限制，例如对未在一定年龄结婚的单身人士额外征税（如在保加

利亚和苏联），或在将人工流产作为一项广泛使用的节育方法的地区限制流产

（David，1999；Frejka 1983；Stloukal，1999）。这些国家的家庭和鼓励生育主

义政策影响不一。我们回顾了罗马尼亚、前民主德国（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

这三个国家的政策干预效果相关证据。

此处回顾的政策——罗马尼亚除外——与今天不同国家正在实行和涉及

的一些措施类似，但它们是在完全不同政治体制背景下实行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特征是一党执政，基本充分就业，收入和社会状况差异较小，僵化的中央计

划经济体制以及政治自由匮乏（Sobotka，2004）。因此，这些研究发现不能“应

用”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们为过去那些相对有力的政府干预究竟会对

生育产生哪些影响提供了有用的见解。对历史证据的回顾，也使我们能够超越

短期变化，从受这些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代女性角度来了解家庭政策的长期影

响。

多生育主义政策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的罗马尼亚最为强硬。那时

的罗马尼亚由 N. Ceauşescu执政，他长期痴迷于人口增长（Soare，2013）。自

1966年 11月以来，曾广泛使用的人工流产手术受到严格限制。20世纪 70年

代和 80年代，进一步限制了避孕药的进口和销售（Baban 1999；Kli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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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上述极端法律的实施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并出现短暂的生育高峰，

即生育率大幅上升，之后便出现下降态势。在外部严苛的限制和时期条件的变

化下，时期总和生育率从 1966年的 1.93跃升至 1967年的 3.69，随后迅速下

降，最终在 20世纪 70年代至 80年代，于 2.0-2.7间上下浮动。此外，在 1900-1920

年间出生的女性中，终身队列生育率一直呈迅速下降趋势，而在受限制流产法

影响最大的 1930年后出生女性中，生育率出现逆转态势。因此，对于 1930年

至 1946年间出生的女性，每名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从 2.29个子女增加至 2.46个

子女（图 18）。

多生育主义政策为母亲和儿童以及全体家庭的健康和福祉带来高昂且持

久的代价，包括由非法流产导致的高产妇死亡率、大量被遗弃在孤儿院里的儿

童（Baban，1999），以及对流产禁令实施后出生的大批女性和男性在教育和劳

动力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Pop-Eleches，2006）。

图 18 1960-2017年罗马尼亚总和生育率（TFR）和终身生育率（CTFR）（1930-71

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数据涉及 30年跨度。例如，将 1980年的生育率与 1980年

出生女性的家庭规模进行比较，这些女性受到当时多生育主义政策的影响巨大。

资料来源：总和生育率（TFR）：Gheţău 1997年，欧盟统计局（2019）和自身计算。

终身队列生育率：Gheţău 1997年和 2011年人口普查（CFE数据库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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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家庭政策以一套更为标准的措施和奖励为

基础。自 1972年以来，东德的政策明确指向提高生育率，人口目标被纳入政

府的政治议程（Kreyenfeld，2004）。在 1972年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家庭的措施。

包括为年轻夫妻提供结婚贷款、扩大儿童权益、延长产假以及为生育三个及以

上子女的母亲减少工作时间（Kreyenfeld，2004，表 1）。单身母亲有权获得额

外福利，例如在没有儿童托育场所情况下可享有一年带薪假期。同时，流产合

法化，且免费提供避孕药具。上述政策措施实施的结果却造成生育率持续下降

至很低的水平，总和生育率在 1974年到 1975年降至 1.54，这是当时全球最低

水平之一（图 19）。由于新出台的多生育主义政策与随后的生育率下降伴随出

现，因此使东德成为政策预期相反的特殊案例。新出台政策的另一个意料之外

的后果是结婚率的长期下降和婚外生育的持续增加，部分原因是由于政策为单

身母亲提供的额外福利（Salles，2006）。

1976年，又一轮扩张家庭政策出台，包括为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母亲

提供一年的带薪假期、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延长产假。在随后几年间，生育率

有所上升，尤其是二孩和三孩生育。评价这些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所使用的衡量标准。1976年以后，传统的和进度调整生育率指标均

明显增加，随后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在 1950年至 1957年间出生且从新出台政

策中受益最多的女性中，终身队列生育率停止下降，甚至略有上升（从 1.79

到 1.83）（图 19）。东德生育率最初也以与西德相似的速度下降，新出台政策

实施后开始偏离西德的趋势。与此同时，其生育率直至 1971年才恢复至正常

水平，且 20世纪 70年代到 80年代东德的生育率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直

处于最低水平，20世纪 80年代后期该情况尤甚。两项研究对 1976年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家庭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评估。Monnier（1990）对 1976年以前

年龄别队列生育率趋势变化进行了模拟，并比较了在 1944-1955年间出生女性

于 1980年和 1984年模拟和实际生育率。分析结果显示，政策主要对生育时间

造成影响，而对这些队列的家庭规模影响较小，其中 1953-1955年最年轻女性

出生队列除外，其每位妇女的平均生育数提高了 0.1-0.2。Büttner和 Lutz（1990）

使用年龄-时期-队列模拟方法预测了在无新政策情况下 1977-1987年的时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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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育率并得出相应结论，政策使该时期总和生育率（TFR）提高了 15%-18%，

或绝对值提高了 0.19-0.25（1980年除外，政策在当年的影响更大）。有趣的是，

这一差异与东德和西德于 20世纪 50年代和 20世纪 6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终身

生育率差距大致相符。

图 19 1960-2017年东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和生育率（TFR）、进度调

整总和生育率以及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1935-69年间出生的女性）

注：图中所示队列生育率数据涉及 25年跨度，反映了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的平均

生育年龄。例如，将 1980 年的生育率与 1955年出生且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的家庭规

模进行比较。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是 Bongaarts和 Feeney（1998）研发的方法计算的指标；

图表显示了平滑波动的三年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德国联邦统计局（2019）

与东德几乎处于同一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家庭的措

施。1968年至 1973年期间，产假延长，育儿津贴增加——尤其是二、三孩—

—并对两岁以下儿童的母亲提供延长带薪产假。自 1973年以来，30岁以下的

新婚夫妻有资格获得低息贷款，在子女出生后，贷款即被部分抵消（Heitlinger,

1979；Frejka，1980）。此外，积极开展住房建设，特别是在较大的城镇和城市，

迅速发展大型公寓。这些措施相当重要，家庭支持政策约占政府总支出的 10%。

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开始上升，尤其在生育率低于斯洛伐克的捷克（见上

图 5）。

1972
年：新
家庭支
持政策

总和生育率
（TFR）

生
育
率（

TFR

、C
TFR

）

终身生
育率
(CTFR）

两德统一
（1990年）

进度调整总
和生育率
（adjTFR）

1976
年：新家
庭支持
政策

队列
时期



73

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入侵破坏了该国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影响了该国人

口，这一状况给政策影响的评估蒙上了阴影。许多人纷纷退出社会和公共活动

回归家庭生活，由此可能带来了生育率的提高（Kučera，2008）。政策对生育

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生育提前和生育间隔缩短。在对捷克 1968年低谷到 1974年

高峰期的生育率进行比较后，不难发现这一点：传统总和生育率（TFR）从 1.83

跃升至 2.43，增幅为 0.60，而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adjTFRp）增幅较

小，仅为 0.20（从 1.97升至 2.17；见上图 5）。Frejka（1980）的分析表明，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期，队列生育率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 20多岁的女性，其

二孩和三孩的比例更高。图 20为根据出生于 1938-1945年间受 20世纪 70年

代初期多生育主义政策影响最大的女性生育率观测值，所做的 1946-1955年的

简单趋势外推的队列生育率。与观测到的队列生育率进行比较后发现，多生育

主义措施使每名女性平均多生育 0.14个子女（即提高了 7%），其中三胎及以

上生育率贡献最大（图 20）。

图 20 捷克 1935-55年间出生女性终身队列生育率（CTFR）的观测趋势和预

测趋势（左图）以及两种方法间的差异（按出生次序，右图）

注：假设的 CTFR预测是基于对 1938- 1945年出生队列生育率趋势的线性外推，分

别计算了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生育。

资料来源：根据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数据进行的计算。

总而言之，中欧和东欧的多生育主义政策干预措施常常是大起大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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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干预措施导致了暂时的婴儿潮。出生人数和时期总和生育率的明显波动

往往在政策出台几年后开始减弱。这些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出生时间变化影响—

—向生育提前和生育间隔缩短转变——但其对生育率水平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正如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的适度增加和之前下降的队列生育率趋于稳

定或略微上升所示。我们以前民主德国和捷克为例对这些适度的影响加以说

明，政策效应体现为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孩子数提升 0.10-0.25 个。20 世纪 80

年代，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生育率增长的俄罗斯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Zakharov，

2016；另参见上图 11）。只有诸如罗马尼亚出台的严厉反堕胎限制和其他限制

性措施，以严重侵犯个人人权和生殖权利为代价，暂时取得了较大的生育效果。

4.8 政策组合：评估“一揽子”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总体影

响

上述实例表明，家庭政策通常会影响生育率，虽然这些影响往往较小，更多

的表现在时期总和生育率的短期指标和生育时间及生育间隔的变化中，对队列生

育率（家庭规模）则无持久影响。基于不同国家、数据、方法和研究设计、指标

和假设以及所研究的人口群体得到的关于政策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上述专栏 6

中对俄罗斯 “孕产资本”政策影响的各种评估即是最好的典型实例。

总而言之，在现有的文献综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持续提供公

共儿童托育服务对终身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对受高等教育女性的影响最大。

此外，在下列情况中，提供儿童托育服务最有可能带来积极影响：

1.高质量儿童托育服务令父母相信其将对子女产生有益影响；

2.各年龄阶段儿童托育服务均可得，尤其是 3岁以下幼儿，但同样适用于

放学后需要照料的学龄儿童；

3.开放时间与父母工作时间一致，为全职父母、上早班或下班较晚的父母

提供儿童照料；

4. 不会给父母带来高成本。

产假计划的影响差异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在产假权利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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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休假期限、灵活性、父母间共享休假的选择、休假福利水平和普遍性，以及

应享权利的条件。若其津贴优厚，产假可能将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产假计划

应与公共儿童托育服务的供给相协调，以缩小孩子出生和接受公共儿童托育服务

之间的差距。灵活的产假计划使得父母可根据需要调整其产假期限（专栏 5）。

个性化的产假权利使得父亲能够根据“非用即失”规则充分利用产假假期，并促进

伴侣之间进行更平等的养育分工。除对生育率的影响外，产假计划对促进新生儿

福祉亦至关重要，让母亲在分娩后得到康复，让父母在不终止劳动合同情况下得

以休息，让父母与新生儿间建立亲密关系。

财政激励往往对生育产生积极影响，但对终身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则相对较小：

如前所述，其影响很小且主要对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人群产生影响。财政转移对

提高生育率的作用有限，因为它们只能覆盖儿童养育成本的一小部分。充裕的现

金激励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效果，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需付出很高成本——因此，

现金激励机制往往被取消或修改，尤其是在经济紧缩时期。由于女性和夫妻试图

在该类政策终止前充分利用相关优惠，则可能会改变生育时间。生育率同时还受

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僵化，即毕业或离职后难以就业的国家，

通常生育率较低。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对家庭最友好，一方面就业更加容易，另

一方面父母可以调整工作时间以完成家庭义务。尽管兼职工作鼓励兼顾有偿工作

和家庭生活，但在小时工资、社会保障权利和培训机会方面，兼职工作应提供与

全职工作类似的条件。此外，劳动力市场应适应男性角色的变化，允许父亲休产

假、减少工作时间或进行灵活的工作安排。上述权利似乎仍旧更多面向女性，而

男性仍被视为工作表现不受家庭状况影响的“理想工作者”。即使在性别高度平等

的瑞典也是如此（Haas & Hwang，2019）。

提供有补贴且可广泛可及的辅助生殖服务对生育率有较小的积极影响。社会

和文化对辅助生殖（AR）的接受度高，例如以色列或北欧等典型国家国家，其

不孕夫妻中辅助生殖（AR）的使用率也更高。

单一的政策措施不太可能提高生育率，特别是当它们基于过时的关于家庭和

性别角色假设建立政策模式时更是如此。相反，我们需要一整套连续的、相互兼

容的家庭、劳动力市场和健康政策。这些政策应反映过去几十年间家庭和社会的

变化，包括逃避婚姻、转向晚育、新家庭形式多样化、高等教育扩张——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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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群体中——以及女性和男性所追求的新职业和休闲愿望。新政策还应回应

新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许多国家年轻男女间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性、

飙升的住房花费，以及男女生育选择和偏好的多样性。简而言之，政策应回应民

众的多样化需求，而并非仅取决于决策者的意识形态。且随着时间推移，政策还

应该保持相对稳定。

各国根据其经济状况、文化和家庭价值观、性别规范和性别关系、劳动力市

场、宗教和意识形态影响、实际人口变化趋势和许多其他因素，采取不同路径来

制定家庭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制定了全面和有效的家庭

政策。专栏 9对瑞典和法国这两个案例中现代家庭政策成功发展的演变和主要特

征进行介绍。专栏 10展示了家庭政策组合在德国的最新沿革，该国的家庭政策

直到最近还倾向于支持父母间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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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 瑞典和法国的现代“一揽子”家庭政策的漫长发展

道路

几十年来，瑞典致力于制定一套连续的一揽子政策。瑞典的现代福利和家

庭政策基础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已奠定，当时社会学家 Alva Myrdal等主要

改革派推动纳入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生殖权利和两性平等的政策（Myrdal，

1941年）。20世纪 70年代初，为应对妇女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和生育率下降

的问题，政府向父母提供了延长产假的权利和执行现金转移。政府在女性社会

角色变化方面亦作出相关应对措施，逐步扩大儿童托育服务的覆盖范围。人们

认识到，双薪家庭模式可对家庭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因为这种情况下子女将

有机会在更富裕家庭中成长，并接受高质量学前教育（Wells & Bergnehr，

2014）。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瑞典就已经出台育儿假（取代只针对母亲的产假），

并开始扩大公共儿童托育服务。1979年政府给予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减少 25%

工作时间的权利（Wells & Bergnehr，2014）。育儿假是带薪的，且福利与休假

前父母的收入挂钩。这一制度旨在鼓励女性在生育子女之前确立其在劳动力市

场的地位，并鼓励男性充分利用育儿假。由于该政策可能会导致延迟生育，瑞

典政府采取激励措施，鼓励父母将生育子女间隔时间拉的更近（参见专栏 3）。

在产假权利和兼职工作权利出台的同时，1至 6岁儿童的公共儿童托育服务也

逐步扩大。公费儿童托育机构的数量从 1965年的 1.2万个增加到 1980年的 13.6

万个，截至 2002年已增加至 73万个（Earles，2014年）。20世纪 90年代，政

府开始加大儿童托育扩张力度，出台了每个 1-6岁的儿童入园轮候时间不超过

3个月的托育权（Earles，2014年）。自 2008年起，父母也可选择自己照顾子

女，并为此获得家庭照护津贴（Ferrarini & Duvander，2009）。

瑞典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支持父亲争取照顾子女权利的国家之一。早在 20

世纪 70年代，瑞典就已出台父亲使用育儿假的权利，并在 20世纪 90年代将

其个性化，逐步扩大休假比例中为父亲保留的部分（Duvander & Johansson，

2012）。这项政策符合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提高两性平等的理念，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一直是瑞典家庭政策模式的基础。最后，瑞典雇主对雇员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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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有较高的认识（Den Dulk et al.，2014）。瑞典公司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且

经常允许人们在家工作，公司会议也不会安排在清晨或下午下班前（Hobson et

al.，2011；Wells …& Bergnehr，2014）。

法国亦制定了一套连贯的一揽子家庭政策。相较于瑞典家庭政策模式的主

要目标是实现两性平等，法国政策主要集中于改善家庭和儿童福利方面

（Gauthier 1996）。因此，法国的家庭政策模式是建立在向家庭提供充裕的现

金转移以及广泛的儿童托育服务的基础上。公共儿童托育服务的最初目标是致

力于保障儿童的机会平等。后来，允许女性参与劳动的目标才变得越来越重要。

法国的现金转移具有多生育主义特征，主要针对大家庭（Martin，2010）。税

收减免是构成法国家庭政策体制的基石之一。应税收入可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加

而减少（Letablier，2003）。此外，法国还向两个及以上子女的父母提供全面家

庭津贴、针对贫困家庭的特殊津贴和住房津贴（Thévenon，2016）。

法国家庭享有极为发达的儿童托育服务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法国儿童托育

服务扩张背后的理念，深深植根于一种广泛的共识，即国家要对儿童的福祉负

责，包括照料在内。多样性是法国儿童托育系统的特点之一，它满足了父母和

孩子的多样化儿童托育需求。儿童托育服务可由市政当局组建的传统日托中心

提供，也可在由经认证的托育人员、企业和幼儿园提供的家庭日托中心（通常

由上市公司运营）以及以小时计的提供不定时临时照护收容中心（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2006b）提供。法国家庭支持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作

时间较短，每周标准工作时间为 35小时。虽然缩短周工作时间主要是为了减

少失业和促进工作分担，但这项改革的第二个目标是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

（Letablier，2003年）。该政策确实使实际工作时间缩短、父母间工作时间差

距缩小，同时亦对双方全职参与劳动提供了支持（Letablier，2003）。

瑞典和法国一贯而慷慨的家庭政策组合，根据社会变化和人口需要适时调

整，这通常被视为是两国相对高生育率（Björklund，2006；Thévenon，2016）

以及瑞典生育率教育水平差异低（Jalovaara et al.，2018）的重要原因。它们可

以作为其他国家进行家庭政策改革以应对政策需要变化和生育率下降挑战的

范例。专栏 10对德国家庭政策改革实例进行了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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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0. 德国现代家庭政策之旅

过去的二十年间德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从最初认为女性，特别是母亲的

劳动力参与是对家庭的威胁，演变到到积极支持性别角色不那么严格的现代家

庭形式。与瑞典和法国（参见专栏 9）相似，西德（或 1990年以前的前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曾施行一套连续的一揽子家庭政策，但与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是，

德国的家庭政策旨在支持传统的男性养家的模式。包括儿童福利、广泛而低薪

的育儿假、在已婚夫妻家庭进行税收分割（本质上是对男性养家进行经济奖

励），与双职工家庭不相匹配的开放时间短且服务质量差的儿童托育服务。这

种家庭政策模式，虽然相当慷慨且连续性强，但并未回应女性希望更多地参与

劳动的意愿。相比之下，在德国东部，即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双职工家庭模

式有着悠久的传统：育婴所和幼儿园随处可见，女性在子女三岁之前就会重返

全职工作岗位（另参见专栏 8）。

母亲有限的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导致了德国生育率的下降。面对持续的

低生育率，各方达成了政治共识，认真改革德国的政策模式，使其更能适应社

会性别的变化。2007年，德国在大力借鉴瑞典家庭政策模式后，出台了新的

一揽子家庭政策。该政策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起到了很好的调和和平衡作用，同

时若父母愿意，他们可以提供居家照护。此政策还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工

作，增加育儿假中的父亲使用的占比（Geisler & Kreyenfeld, 2019）。

使母亲重返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步始于 1996年，规定三至六岁（即直到达

到学龄）儿童幼儿园入学的法定权利。21世纪前 5年，德国通过法律，逐步

强制扩大全日制学校和三岁以下儿童托儿设施的规模。允许在职父母从所得税

中扣除育儿费用（最多 4000欧元）。自 2007年起，他们还享有 12个月的由收

入确定的育儿假福利津贴，津贴为假前工资的 67%（每月上限为 1800欧元）。

这包括八周的产后假期，津贴为假前收入的 100%（预计在生育前还将使用另

外六周的全额替代工资津贴）。若父母双方都参与为期至少两个月的带薪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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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则假期可延长至 14个月。这项政策旨在鼓励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工作。

对比 2008年和 2015年，父亲的休假比例从 21%稳步上升至 36%。

通过为父母双方创造灵活的休假和就业条件，使用育儿假的父亲人数增速

加快：自 2015年起，父母可以在兼职基础上使用长达 36个月育儿假。在此情

况下，父母双方可以同时兼顾兼职工作和子女照料。收入损失，即全职和兼职

工作之间的工资差异，可补贴 67%。

家庭和工作生活结合越来越灵活与儿童托育服务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 3

岁以下儿童的儿童托育服务进一步扩大密切相关（图 21）。自 2013年起，父

母就可以合法要求其一周岁以上子女获得机构的儿童托育服务。学费因联邦州

（BundeslBundesländer）而有所差异，但通常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并且越来越

多的由州政府补贴；在一些地方，所有费用均由当地政府支付。因此，机构式

儿童托育越来越受欢迎，超过 90%的 3至 6岁儿童每天至少有一部分时间在幼

儿园。虽然东西德统一已近 30年，但德国东西部儿童托育人数的差异仍然很

大（图 21）。在东部，儿童进入日托机构的年龄更小，待在那里的时间也比西

部儿童的时间长，在西部，大多数儿童只有在三岁时才会去非全日制的幼儿园。

此外，对 0-2岁儿童的儿童托育服务仍然落后于需求，尤其是在德国西部地区。

2017年，3岁以下儿童的父母中有 45%表示希望让他们入园上学，而实际入学

儿童仅占 33%（BMFSFJ, 2018）。

除促进儿童托育措施外，每个有子女的家庭均有权为每个子女领取儿童津

贴（Kindergeld），直至其 18岁生日（如果子女仍在接受教育，则延至 25岁生

日）。目前，对于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每月的补贴金额略低于 200欧元，

而对于第三个孩子，补贴会稍高一些，且随后每多一个子女，补贴都会有所增

加。此外，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父母有权获得税收补贴。同时，还有为单亲父

母和低收入父母提供的额外资助（以收入状况调查为基础的津贴）。

自 2007年以来，德国的家庭政策已经逐渐向北欧国家的一揽子政策靠拢。

与此同时，德国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稳定，在 2013-2016年间呈现一定程度的

增长趋势（图 21）。这些趋势可归因于不同因素，包括新移民的高生育率

（Pötzsch2018），但政策改革提高了高学历女性在晚育年龄的生育率（Bujard &

Passet, 2013; Wang, 2018）。



81

本专栏主要基于 Radenacker et al.的报告（2014）。

图 21 2002-2018年德国 0-2岁儿童公共儿童托育覆盖率（虚线）和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2002-2003年和 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德国联邦统计

局（不同出版物）；2006-17年数据：BMFSFJ（2018：图 4）。时期总和生育率（TFR）：

人类生育数据库（2019）及欧盟统计局（2019）。

较之有些国家实行涵盖多种政策工具并解决家庭多种社会需要的一揽子家

庭政策，一些国家主要集中于扩大单一的政策措施。例如，东欧国家最近扩大了

对家庭的财政扶持。这些政策包括俄罗斯的扩大的现金转移支付（孕产资本，专

栏 6）、匈牙利家庭福利扩大和大家庭税收减免，以及波兰的“家庭 500+”计划。

这些政策对一些家庭需求作出回应，因为资金紧缺已经成为该地区组建家庭的重

要障碍之一（Marczak et al., 2018）。然而，较高的现金转移不太足以对生育决策

起到支持作用。这些政策很可能会有助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经济资源有限的人

群。但是这些政策对于其他人群，即那些需要兼顾儿童托育和有偿工作、以及难

以获得合适住房的人们的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很

少愿意长期有职业断层，因此上述政策对其支持较小，且子女出生后，由于父亲

可能无法拒绝雇主提出的长时间、不灵活的工时要求，因此上述政策对父亲的支

持也同样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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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对生育的影响：结论性讨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5.1 家庭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政策的不稳定性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家庭政策的朝令夕改和经常性取消会使其无法预测、不可靠且令人困惑，极

可能对生育率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对家庭提供相对慷慨资助的国家也是如此。

Spéder（2016）记录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后匈牙利家庭政策出现的上述转变。

在1990年至21世纪头十年，历届政府都试图在家庭政策上留下其意识形态印记，

但同时也需要解决预算限制问题，尤其是在 1995年和 2009年大幅削减福利的财

政紧缩时期。尽管匈牙利在家庭支出方面保持较高水平，但政策的变化和政策方

案的取消已对那个时期的生育率产生了负面影响（Spéder, 2016; Aassve et al.,

2006）。预算削减常常使全国性政策按照收入调查结果实行或以其他标准为条件，

这会使福利水平降低，或使得某些专项计划被完全取消。在 2008年之后的经济

衰退期间，当时许多国家政府均采取了这种财政削减政策以减少不断膨胀的预算

赤字。（参见 2014年 OECD表 1.2中的政策变化列表）。例如，由于经济形势迅

速恶化，西班牙从 2007年 7月开始实施的为每对新生儿父母发放 2500欧元的“生

育津贴”政策，在短短几年后的 2011年 1月便取消了。

明确的生育政策未必最具影响力

支持儿童和家庭的政策显然至关重要，但与家庭无直接关系的其他因素和政

策常可能对生育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年轻男女处于相当大的经济不确定性的

国家中，正如过去十年间南欧的情况，即使国家开始大规模扩张其家庭政策，也

不太可能看到生育率出现大幅上升趋势。更具政策挑战性的是苛刻的劳动力市场

条件、传统的性别规范和与儿童在受教育进程中取得优异成绩承受的巨大压力相

互混杂，类似情况在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e.g., Rindfuss

et al., 2004; Anderson & Kohler, 2013; Raymo et al., 2015; Myong et al., 2018）。在

这种状下，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可能需要更大范围的制度改革，要应对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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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则、文化、教育体制和性别不平等带来的挑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

韩国政府在 21世纪头 10年执行大量旨在延长产假、扩大家庭福利和儿童托育覆

盖的改革，但仍出现生育率下降至极低水平的现象。（Tsuya, 2015; Adema et al.,

2017; Lee, 2018）。

政策兼容性

虽然家庭政策最好被视为更广泛的“一揽子计划”，但这一一揽子计划可能

并不平衡，因为现有的政策是由长期以来的倡议、改革和变革造成的，而这些倡

议、改革和变革往往是由不同的部委或负责机构在没有太多协调的情况下提出的。

一些纸面上看起来很好的政策，如果与其他政策措施配合不好，效果可能不大。

不同的政策要素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可能比政策支持

的总体水平更为重要（McDonald，2002）。在极端情况下，旨在强迫生育行为而

不是增强生育内在动机的政策干预最终可能会降低人们的自主意识，使他们的生

育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外部刺激（Botev，2015；另参见专栏 8中欧和东欧的历史

政策）。

不连贯的政策措施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儿童托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如今，许

多国家提供了灵活的育儿假，允许父母在子女出生后选择一段时间留在家中照顾

子女。然而，有限的公共儿童托育服务和缺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可能导致这

种选择的价值有限。例如，捷克有一项产假计划，为父母在家陪伴子女的时长以

及伴侣间如何分享假期方面提供相当大的灵活性（专栏 5），然而大多数家庭选

择了传统的解决方案：母亲休很长时间的育儿假，通常持续至子女三岁生日。对

妇女来说，较早重返就业岗位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三岁以下儿童的公共儿童托育

服务提供得非常少，捷克性别薪酬差距是欧洲最高国家之一，并且劳动力市场更

倾向于全职工作（Sobotka，2016）。

政策（无）目标性

在许多国家，家庭政策因家庭中子女的数量或出生顺序而异。这通常是由于

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大家庭成本较高，贫困程度较高（OECD，2011）。但

这些政策也可能有明确的人口目标，如俄罗斯旨在鼓励父母生育第二胎的 “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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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政策（专栏 6）。然而，由于组建家庭的主要障碍之一是有限的住房供应和

负担能力，这些政策丝毫不能影响首次生育的提高。因此，在计划组建家庭女性

和男性的生命早期阶段，往往更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如“孕产资本”。

此外，政策也可能与未来父母对生育障碍和壁垒的感知有所偏离，也可能忽

视特定人群（未婚夫妇、单亲父母、同性伴侣、经济处于弱势的家庭）。东亚国

家的家庭政策是这一局限性的实例，其政策要么侧重于为已婚女性和夫妻提供福

祉和服务，要么旨在支持未婚女性结婚。另一个例子是德国现行的有利于已婚夫

妇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这一政策体系支持性别分工，歧视未婚夫妇，这与近四

十年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是不相容的，例如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

大量就业，以及逃避婚姻。

道德考量因素：反映家庭多样性和生育权利的家庭政策

现代家庭政策必须具有非强制性，应充分支持个人生殖权利，并允许人们作

出知情的生殖决策。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2018：7）强调，179个国家政

府通过了 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他们一致认为，所有夫

妇和个人都应掌握信息和手段，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子女的数量、生育间隔和生

育时间。过去实施的一些政策侵犯了个人的生殖权利，例如限制现代避孕方法的

信息和提供（参见专栏 8中罗马尼亚实例）。目前，许多国家与家庭有关的政策

接受关于家庭和生活安排的规范标准，只向特定家庭提供支持，例如向已婚或异

性夫妇提供资助，因此政策对于某些人口群体仍存在歧视性。这种标准在有关补

贴和提供辅助生殖的条例中较为常见（Berg Brigham et al,，2013）。随着家庭变

得越来越多样化，选择标准既歧视了部分个人和夫妇，也减少了政策对于他们生

育决策的潜在影响。过去就业的规则是另一个选择性问题的实例。在韩国，只有

在国家就业保险基金投保的就业女性才可享受产假计划和其他一些福利。约有三

分之一的就业女性不符合条件，她们通常从事非正规或兼职工作（Adema et al.，

2017：18-19）。

我们的报告涵盖了关于家庭政策、家庭政策的发展、跨国多样性及其对生育

率影响的大量实证证据。然而，政策也具有主观和高度象征性特点。通过制定家

庭政策，政府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政府关心家庭和他们的福祉。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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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这种象征性的表述可以使规模相对较小甚至具有象征意义的政策在心理上

变得尤为重要，并取得“超预期效果”。

家庭政策的具体设计和变化同时也提供了有关理想的、规范的和预期的行为

线索。归根结底，家庭政策的效果和成功，无论大小，部分取决于这些政策是否

以及如何被家庭接受、支持和使用，以及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期望。正如 Neyer

和 Andersson所指出的（2008：703-704）：

“【家庭政策】总是作用于两个层面：事实层面和感知层面。家庭政策对实际行为的潜

在影响取决于人们对政策的看法，以及它对他们当前和未来生活进程的影响。（……）因此，

研究家庭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需要考虑家庭政策的规范性或象征性内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

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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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相关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高频词词条索引】

人口学词汇

更替率（replacement rate）
生育率（fertility rate）
分孩次生育率 （parity-specific fertility rate）
意愿生育数（intended number of children）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时期总和生育率 （period total fertility）
辅助生殖（服务）（assisted reproduction）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队列生育（cohort fertility）
生育间隔（birth interval）
生育推迟（delayed parenthood）
高龄生育（higher reproductive age）
完整家庭规模（completed family size）
进度效应（tempo effect）

政策类词汇

一揽子政策（policy package）
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al leave）
非用即失（use it or lose it）
利益分配 （allocation of benefit）
现金补贴（cash benefit）
财政转移（fiscal transfer）
税收优惠（tax advantages）
直接补偿（direct compensation）
产假（maternity leave）
陪产假（paternity leave）
托育服务（childcare services）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t）
性别平等主义（gender egal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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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节词条索引】

第一章

人口学词汇

出生率（birth rate）
老年人口（aging population）
理想生育率（desirable fertility rate）
活产（live birth）
终身队列生育率（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CTFR））
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 and Parity adjusted Total Fertility（adjTFRp））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TFR）
辅助生殖（服务）（assisted reproduction）
卵细胞捐献（oocyte donation）
代孕获得的父母身份（surrogate parenthood）

政策类词汇

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全民动态参与计划（plan for dynamic engagement of all citizens）
工作方式改革（work style reforms）
关爱儿童的友好型社会（childrearing friendly society）
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教育热（education fever）

第二章

人口学词汇

中等低生育率（moderately low fertility）
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
超低生育率（ultra low fertility)
极低生育率（lowest low fertility）
更替率（replacement rate）
生育率（fertility rate）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时期总和生育率 （period total fertility）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rate）
队列生育（cohort fer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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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口学词汇

生育水平（fertility level）
生育目标（fertility target）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政策类词汇

医疗保健（health care provision）
住房法规（housing regulation）
劳动力市场法规（labor market regulation）
辅助生殖（assisted reproduction）
税收政策（taxation policy）
儿童友好环境（child-friendly environment）
直接补偿（direct compensation）
分配现金补贴（allocation of cash benefits）
终身免征（life-long exemption）

第四章

人口学词汇

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adjusted TFR）
时期生育率（period fertility rates）
新移民（new-coming migrants）
晚育年龄（later childbearing ages）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终身队列生育率（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
队列生育率（cohort fertility）
生育时间（timing of births）
家庭规模（family size）
终身生育率（completed fertility）
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adjusted TFR）
平均生育年龄（mean age at childbearing）
生育高峰（peak childbearing）
生育提前（earlier childbearing）
生育间隔（birth interval）
传统总和生育率（conventional TFR）
进度与孩次调整总和生育率（Tempo- and Parity-adjusted Total Fertility）
婴儿潮（baby boom）
生育水平（fertil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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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资本（maternity capital）
新生儿（newborn children）
辅助生殖周期（AR cycles）
辅助生殖活产数（AR live births）
终身队列生育率（completed cohort fertility rate）
非计划生育（unplanned births）
生育决策(fertility decision)
生育意愿(fertility intention)
迁入率(immigration rate)

政策类词汇

性别角色（gender roles）
一揽子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package）
儿童福利（child benefits）
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al leave）
双职工家庭（dual-earner families）
育儿假（parental leave）
全日制学校（all-day schools）
托育设施（childcare facilities）
育儿费用（childcare costs）
产假（maternity leave）
机构式儿童托育服务（institutional childcare）
日托机构（daycare facilities）
儿童津贴（child benefit）
免税资格（tax allowances）
一揽子政策（policy package）
财政货币转移支付（financial cash transfers）
家庭福利（family benefits）
税收减免（tax reductions）
国家社会主义制度（state-socialist system）
财政紧缩（budget constraints）
预算削减（budget cut）
生育津贴（baby bonus）
性别规范（gender norms）
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
带薪假期（paid leave）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
育儿津贴（childcare allowance）
带薪产假（paid maternity leave）
鼓励（多）生育主义政策（pronatalist policies）
政策组合（Policy bundles）
公共儿童托育服务（public childcare）
儿童托育服务（childcare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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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儿童（school-aged children）
非用即失（use it or lose it）
财政激励（financial incentives）
财政转移（financial transfers）
金钱激励（monetary incentives）
经济紧缩（economic austerity）
劳动力市场政策（labor market policies）
天使计划(Angel Plan)
合作伙伴奖金 （partnership bonus）
非全日工作（part-time employment）
现金照护计划（Cash-for-care scheme）
财政转移补助（financial transfers）
现金转移补助（cash transfers）

第五章

人口学词汇

生育决策 (reproductive decision)
性别规范 (gender norm)
生育权利 (reproductive right)
现代避孕方法 (modern contraception)

政策类词汇

国家社会主义政策（state-socialist policy）
性别薪酬差距 (gender pay gap)
孕产资本 (maternity capital)
政策兼容性 (policy compatibility)
不连贯政策 (incoherent policy)
育儿假 (parental leave)
政策目标性 (policy tar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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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说明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全球性现象，由此带来的少子化、人口老龄化

将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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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其相关人口和家庭应对政策，分析了影响生

育率的多方面因素，总结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研

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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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翻译。为方便中英对照、消除可能存在的歧义，我们特意在中文版

本中增加了中英词汇对照表，以方便读者阅读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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